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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
做决策的过程中，你能避开人类直觉上的陷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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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您的专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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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选题）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内部视角，只关注具体的任务和手边的信息，忽视外部视角，从而造成决策错误。以下哪些方法有助于避免内部视角的缺陷？（　　）
A．选择一个参照类别
B．评估结果的分布
C．做出预测
D．评估预测的可靠性并进行微调
2．（单选题）人们往往认为自己能够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花费完成一项工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　　）
A．过度乐观
B．过度自信
C．计划谬误
D．光环效应
3．（多选题）人们在决策时，往往考虑的太少，落入视野狭窄的陷阱。那么，下列哪些做法有助于打开眼界，避免视野狭窄？（　　）
A．明确考虑备选方案
B．寻求异议
C．写决策日志
D．避免在情绪极端时做决策
4．（多选题）研究表明，人们在超市选购商品时，往往会受到超市当时播放的音乐的影响，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这种现象被称为情境控制。那么，下列哪些做法有助于摆脱情境控制？（　　）
A．意识到所处的情境
B．先考虑情境，再考虑个人
C．注意制度性强制力
D．摆脱惯性的力量
5．（多选题）我们在做决策过程中，以下哪些方法有助于提高决策品质？（　　）
A．创建决策清单
B．培养同理心，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决策
C．认识到实力和运气的作用
D．进行事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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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聪明反被聪明误
2008年12月，发生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心理学教授斯蒂芬·格林斯潘（Stephen Greenspan）的著作《人类轻信行为大赏：为什么我们会上当受骗以及如何避免受骗》（Annals of Gullibility: Why We Get Duped and How to Avoid It）出版了。格林斯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允许别人利用我们，并讨论了为何金融、学术和法律等领域更容易出现骗局。在该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些避免上当受骗的有用建议。
第二件事是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被曝光。这场由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谋划的骗局，令那些毫无戒心的投资者蒙受了600多亿美元的损失。庞氏骗局是这样一种欺诈行为：投资经理使用新投资者的资金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由于没有正当的投资活动，当操纵者找不到更多的新投资者时，骗局就会崩塌。当麦道夫无法满足因金融危机而感到不安的投资者的赎回要求时，他的骗局就被拆穿了。
聪颖而受人尊敬的斯蒂芬·格林斯潘却在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中损失了30%的退休积蓄，这颇为讽刺。1写书教人识破骗局的人却成了庞氏骗局的受害者。公平地说，格林斯潘并不认识麦道夫。格林斯潘在一家投资机构进行了投资，该机构将资金转到了这个骗局中。格林斯潘豁达大方地分享了他的故事，并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被那些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回报所吸引。
如果要用形容词来描述优秀的决策者，人们通常会选择“富有智慧”和“聪明”这样的词。但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由于认知错误，聪明的人也会做出糟糕的决策，并造成可怕的后果。来看看下面这些例子。
·　1998年夏天，美国的一家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损失超过了40亿美元，只得由银行财团出手相救。在此之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资深专业人士，在投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整体而言，这些专业人士组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组织之一，而且他们也是自己基金的大投资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金融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到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2
·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地球大气层时解体坠毁，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工程师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一群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解体是由于在发射过程中一块隔热泡沫破裂，破坏了航天飞机在重返大气层时保护自身不受热的能力。泡沫碎片的问题并不新鲜，但由于过去并没有发生事故，工程师们就忽视了这个问题。NASA没有考虑碎片带来的风险，而是把没有问题当作一切正常的证据。3
·　2008年秋天，冰岛最大的3家银行在几周内接连破产，货币贬值率超过70%，股票市场损失率超过80%。2003年，银行部门私有化后，大型银行的资产从约为冰岛GDP的1倍增加到GDP的近1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银行系统扩张最快的一次。受过良好教育、向来节制的冰岛民众在债务推动下疯狂消费，导致资产价格攀升。虽然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决策找到合理的理由，但对群体而言，这个国家已经跌入了经济悬崖。4
没有人一觉醒来就会认为：“我今天会做出糟糕的决策。”然而，我们都会做出糟糕的决策。以客观的标准来看，犯极其严重错误的往往是那些非常聪明的人，这的确出人意料。但聪明的人的确会犯重大、愚蠢、后果严重的错误。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认为，我们用来判断某个人是否聪明的智商测试，并没有衡量做出高品质决策所需的基本要素。“尽管大多数人会说，理性思考的能力是智力超群的明显标志，”他写道，“但理性思考并不包含在标准的智商测试中。”5思维的灵活性、自省能力和正确校准证据的能力是理性思考的核心，而这些在智商测试中基本上是缺失的。
聪明的人会做出糟糕的决策，因为他们的“心智软件”和普通人的心智软件具有相同的出厂设置，而设计这个软件的初衷并不是应对今时今日的许多问题的。因此，我们的大脑经常希望用默认的方式看待世界，而更好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则需要一些脑力劳动。比如视觉假象，它是指你感知到的一种图像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除了心智软件的问题之外，聪明的人还会因为持有错误的信念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例如，因创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而闻名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相信许多形式的唯心论，比如精灵的存在。这些信念阻碍了他进行清晰的思考。要做出好的决策，你必须进行反直觉思考，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大脑不愿意做的事。
关注错误听起来可能令人沮丧，但本书介绍的确实是一个关于机会的故事。机会分两种：第一种是，你可以通过更清晰地思考问题来减少犯错的次数。斯坦诺维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你在聪明的人做出决策前，向他们解释他们可能会在某个问题上出错，经过你的指导，他们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聪明的人只有在你告诉他们做什么的时候才会表现得更好！”斯坦诺维奇说道。第二种是，你可以看到并利用他人犯的错误。精明的商人都知道，一个人的错误就是另一个人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理性的思考者将获胜。本书就是要识别这些机会。
我将带你学习以下三个步骤。
·　准备。第一步是心理准备，这一步需要你了解错误。在每一章中，我都会用各种专业领域中的例子讨论一种错误，并用学术研究来解释你犯错误的原因。我还研究了这些错误为什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尽管投资者、商人、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经常搞砸，而且往往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　识别。一旦你知道了错误的类别，第二步就是根据情境来识别问题或者叫作情境感知。在这一步，你的目标是认识到你所面临的都是哪些类型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有犯错误的风险，以及选择哪些工具是明智之举。错误的产生通常是由于你面对的复杂现实情况和你用来处理复杂问题的简化的思维程序不匹配。难点在于通过动脑将表面上看似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你将看到，跨多学科的方法会对决策制定产生深刻的启发。
·　应用。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尽量避免你可能犯的潜在错误。其目标是建立或完善一套思维工具，以应对生活中的现实情况，就像运动员为比赛培养一整套技能一样。在使用反直觉的方法时，很多技巧都涉及控制直觉。
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是说我可以免受这些认知错误的影响，我仍然会陷入我在书中描述的每一个错误。我的个人目标是，当自己在决策过程中进入危险地带时，能够觉察到危险，并放慢脚步。在恰当的时间找到正确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赢家的诅咒
像许多金融学讲师一样，我和学生们一起做实验，向他们展示聪明的人在做决策时是如何掉进陷阱的。在一次实验中，我向全班同学展示了一罐硬币，并要求每个人分别对罐内的东西出价。大多数学生的出价低于硬币的实际价值，但也有一些出价远远高于硬币的实际价值。出价最高的人赢得了这罐硬币，但得不偿失。这就是所谓的“赢家的诅咒”（the winner’s curse）(1)。这在公司合并和收购中很重要，因为当公司为了收购一家目标公司而相互竞争时，出价最高的人往往出价过高。这个实验给了学生们第一手的经验，给了赢得拍卖的学生双倍的经验。6
为了给这些实验增添趣味性，教师们经常把它变成竞赛的形式，并为表现最好的学生颁发奖品。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投资决策与行为金融学”，其中就有一些这样的竞赛。因为阅读和教学的缘故，我很熟悉这些实验。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做得并不好，准确率低于平均水平。但后来我研究了这些规则，练习了如何识别问题，并学会了正确处理问题的技巧。
第一个实验是过度自信的测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桥牌冠军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给每个参与者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10个不常见的事实性问题，例如亚洲象的妊娠期，并询问大家的猜测结果，以及有九成把握确定这个估值比正确答案高还是低。例如，我可能会根据大象的妊娠期比人类长，推断它的妊娠期是15个月。我也可能有九成把握认为答案是12～18个月。如果我的能力和我的信心相符，那么正确答案十有八九会落在这个范围内。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正确率只有40%～60%，这说明他们过度自信。7尽管我不知道这10个问题的答案，但我知道我可能会在哪里出错，所以调整了最初的估计值。我赢了这场比赛，得到了一本书。
第二个实验展示了纯理性的失败。在这个实验中，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让我们写下0～100的一个整数，谁写下的数字最接近小组平均猜测值的2/3，谁就能获得奖品。在一个纯理性的世界里，所有参与者都会冷静地进行一番周密的推断，从而得出本实验最合理的答案——0。但游戏真正的挑战在于，要考虑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你可以通过猜测0来获得智力分，但如果有人选择的数字大于0，你就无法赢得奖品。顺便说一句，获胜的答案通常是11～13。8我也赢了这场比赛，还得到了一件T恤。
当塞勒把奖品扔给我时，抱怨道：“你不应该得到这个奖品，因为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我确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重点，也是本书的重点。
换个思路，让困难的问题变得简单
准备和识别是一种新方法，它能让一个棘手问题变得更简单。来看看著名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发明的一个叫作“抢15”（Sum-to-Fifteen）的游戏。玩家将编号为1～9的9张纸牌正面朝上放在桌子上，然后2名玩家轮流拿牌，目标是拿到3张纸牌，使牌面上的数字加起来是15。如果你以前从未玩过这个游戏，那你可以试一试。或者让你的朋友或同事试一试，仔细观察他们怎么玩。
这款游戏难度适中，因为你必须记住自己和对手不断变化的数字总和。你必须从进攻的角度思考，拿到3张数字之和等于15的牌，同时又要从防守的角度思考，防止你的对手先于你完成同样的事情。通常，当一名玩家在数字上纠结时，他的对手就会获胜。
现在我使用一个幻方，让游戏变得更简单：
[image: ]
注意，如果你看垂直、水平或对角线上的这些数字，会发现它们的和都是15。突然之间，游戏变得非常简单：这是我们童年时期最喜欢的井字游戏，也被称为零字游戏和十字游戏。一旦你把这场游戏理解为井字游戏，获胜的方法就清楚多了。双方平局应该是最坏的情况，而输掉游戏则十分不应该。9
大多数人不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头脑中的想法与现实世界中的棘手情况相匹配。我们的大脑没有装备从准备到识别的过程。事实上，典型的决策者花在恰当地思考问题和从经验中学习上的时间只占25%。大多数人把时间花在收集信息上，感觉自己正在推进工作，同时也会让上司觉得自己很勤奋。但是没有情境的信息没什么用。如果你没有正确地理解决策中涉及的挑战，那么这些数据对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没有任何帮助，实际上还可能会让你产生不该有的自信。10
过程还是结果
有3个因素决定决策的结果：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的行动和你的运气。你可以让自己熟悉常见的错误，识别所处的情境，并采取看似正确的行动。但是，从定义上就能看出，运气是你无法控制的，即使它可能决定决策的结果，尤其是在短期内。这一统计事实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你是应该根据做出决策的过程还是决策的结果，来评估决策的品质？
本能的回答是关注结果，因为结果是客观的，可以将胜利者和失败者区分开来。在许多情况下，那些评估决策的人相信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恰好证明了过程是好的。虽然这种想法无处不在，但它确实是一种坏习惯。改掉这个习惯能打开一扇大门，让你对做决策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最具挑战性的决策包含一个不确定的元素，不过那充其量也就是用概率来表示可能的结果。此外，即使信息不完整，我们也必须做出决策。当一个决策涉及概率时，好的决策可能导致坏的结果，而坏的决策可能导致好的结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例如，假设你正在赌场玩21点，你拿到的牌点数加起来是18。你采取了与标准的21点策略完全相反的做法，要求拿牌。庄家发牌，发到你手里的牌是一张3。这个过程很糟糕，结果却令人满意。标准策略表明，同样的牌打100次，平均来说你会输。
在概率环境中，你最好关注做出决策的过程，而不是结果。21点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这意味着你应该尽量遵循能反映拿到正确牌的真实概率的那个规则，也就是说当你拿到17点及以上的牌时，不要再要求发牌。但重要的是要记住，由于运气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好的决策并不能保证获得好的结果。如果你做出了一个好的决策，但结果却很糟糕，那就振作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准备再来一次。
在评估他人的决策时，你同样最好关注他们的决策过程，而不是结果。很多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通常情况下，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但当命运不再眷顾他们时，他们就会输得一塌糊涂。同样，赌技高超的人经历一段时间手气不佳后通常是最终的赢家，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手气会逐渐变得差不多。11
聪明人常犯的决策错误
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投资者和商人，尽管这些概念也与其他专业人士相关。这本书既不是常见错误的调查报告，也不是对一个宏大主题的理论阐述。例如，大多数作品要么专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组成部分，比如损失规避、过度自信、框架效应、锚定效应和确认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要么详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12我打算另辟蹊径，我会将我在投资行业的经验与我的心理学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从而选择我认为最有用的概念加以介绍。
本书的每一章都讨论了一个常见的决策错误，阐释了为什么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具体地说：
·　第1章介绍了我们倾向于把每个问题都看作是从未出现过的，而不是仔细考虑借鉴其他人的经验。这一错误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成功收购的先例并不多，但高管们在收购其他公司时却往往持乐观态度。
·　第2章描述了如何应对由于视野狭窄，导致在特定情境下无法考虑其他选择的问题。当我们应该考虑尽可能多的可选方案时，我们的大脑却想减少选项的数量。此外，激励措施可能会鼓励人们做出某些对一个人有利而对另一个人不利的选择。
·　第3章表明了我们对专家的盲目依赖。专家们往往了解的领域十分有限，只有在这些领域，当自己的主张和预测遭到质疑时他们能够做出解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使用计算机或利用群体智慧，而不是依靠专家来制定决策模型，以便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　第4章强调了情境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十分愿意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但周围人的行为会对我们的决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没有充分理解他人决策情境的情况下，过早地判断他人的行为。
·　第5章探讨了在错误的前提下理解复杂系统的陷阱。试图通过汇总微观行为来理解宏观行为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总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你不能通过观察一只蚂蚁的行为来了解整个蚁群。这一章还表明，管理一个复杂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美国政府在应对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时吸取的教训。
·　第6章告诫人们不要根据原因而不是环境来预测系统的因果关系。生活中大多数问题的答案都是“视情况而定”。本章探讨了如何思考“视何种情况而定”。
·　第7章介绍了相变，在相变中，一个系统的小扰动会导致大的变化。由于相变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很难确定，所以几乎不可能预测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下一部热门电影或歌曲会从哪里来。
·　第8章讨论了技能和运气在结果中的作用，并强调了均值回归的概念，这个概念经常被误解。例如，体育记者和商业评论员在报道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时，通常会忽略技能和运气的作用。
·　结论部分总结了如何思考书中讨论的错误的建议。本章还推荐了一些获得决策优势的具体技术，如写决策日志，以及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曾指出，他对人们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情绪感到惊讶。13虽然人们谈论改进，但很少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并最终做出改变。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介绍一些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决策的概念。我希望你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得到一些乐趣。
我在选择每一章的主题时，依据了以下三个标准：首先，这些问题必须是常见的。当你消化了其中的一些概念后，你就会发现它们无处不在——无论是在你所面临的决策中，还是在其他人的决策中。其次，这些概念必须是可识别的。这些主题并不微妙，你将会看到它们出现在你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最后，与这些主题相关的错误必须是可以预防的。虽然我不能保证你会成功，但我可以帮助你改进做决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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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是，当决策者倾向于关注独特性时，最好的决策往往来自一致性。我们能够从每天面临的类似情况中得到大量有用的信息，但我们忽视了这些信息，因此给自己造成了损害，关注这些丰富的信息将帮助你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这已经是定局了。”里克·达特罗（Rick Dutrow）这样宣称，他的赛马“大布朗”（Big Brown）有可能在2008年夺得令人艳羡的“三冠王”。赢得三冠王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一匹马必须在短短5周内在肯塔基德比（Kentucky Derby）、必利时锦标赛（Preakness Stakes）和贝尔蒙特锦标赛（Belmont Stakes）三条长度不同的赛道上获得冠军，才能夺得三冠王。在大布朗尝试之前，20世纪只有11匹马成功了，而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一匹马成功，但大布朗离赛马的“永垂不朽”只差一场比赛。1
驯马师达特罗有理由保持乐观。他这匹3岁的雄马驹不仅在前5场的先发中保持不败，而且遥遥领先。尽管赔率制定者认为大布朗赢得肯塔基德比的概率只有25%，但它最后以领先将近5个马身的优势获胜。在必利时锦标赛中，它的实力更强，尽管它的骑师在最后冲刺阶段让它慢了下来，但它仍以领先对手5个多马身的优势冲过终点线。在最后的一场比赛贝尔蒙特锦标赛中，大布朗的竞争者都很平庸，而它最大的挑战者卡西诺大道（Casino Drive）则在比赛前的最后一刻决定退出比赛。
不出所料，人们对大布朗的热情被点燃了。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察觉到了商机，在大布朗成名后，签订一项营销协议，在大布朗骑师的夹克上印了公司的标志。大多数赛马场的专业人士都认为它是夺得三冠王的大热门。大布朗自己的表现也令人对它满怀信心。人们对它的描述是：强壮、自信、准备夺冠的马。达特罗滔滔不绝地说：“大布朗处于最佳状态。我在它身上找不到任何瑕疵。我看到了最美好的画面。我非常有信心，它让人难以置信。”2赛马迷们对此也表示赞同，尽管天气闷热，但贝尔蒙特锦标赛的观众人数是2007年的两倍，因为观众们渴望见证历史被创造。
好吧，大布朗创造了历史，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期待的那种历史：它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从来没有三冠王的竞争者表现得如此糟糕。3
赛后，兽医给大布朗做了全面体检，它看起来很好。它反复无常的表现唤起了实验室研究人员所说的“哈佛定律”：即使在压力、温度、体积、湿度和其他变量都受到最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有机体仍会随心所欲地活动。4
然而，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大布朗赢得三冠王的可能性，这个角度对位列赛马之神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这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把其他马放在大布朗的位置上，它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才华横溢的作家兼著名赛马评磅员（handicapper）(3)史蒂文·克里斯特（Steven Crist）提供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数据。5在赢得肯塔基德比和必利时锦标赛之后，有机会夺得三冠王的29匹马中，只有11匹获胜，成功率不到40%。但是，仔细分析这些统计数据，就会发现1950年前后的显著差异。1950年之前，9匹马中有8匹成功赢得了三冠王。1950年后，20匹马中只有3匹获胜。成功率从近90%下降到只有15%的原因很难确定，但合理的因素包括更好的育种手段繁育出了更多优质的马驹，因此这些马驹拥有更高的起点。
虽然15%的成功率可能会引起一些担忧，但这并没有考虑到大布朗与生俱来的能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毕竟，并不是所有有望赢得三冠王的马都有类似的天赋。判断马匹能力的一个指标是“拜尔速度数字”（Beyer Speed Figure），也就是在给定天气条件下，根据比赛时间和赛道速度，就马匹的表现给出一个数值。速度越快，马匹的能力越强。
表1-1显示了三冠大赛前两场中包括大布朗在内的最近7名竞争者的拜尔速度数字。这个样本之所以很小，是因为速度数字从1991年才开始在较大的范围内收集。虽然大布朗骑师的行为（人为地降低了它的速度）可能使它在必利时锦标赛上的数值略微减少，但与其他马相比，它仍然遥遥领先。即使在贝尔蒙特锦标赛中，大布朗的对手资质平平，但很明显，大布朗也并不一定会赢。然而，投注者们欢欣鼓舞地以3:10的赔率为大布朗投注，这个赔率意味着它有超过75%的概率赢得最后一场比赛。但克里斯特和其他敏锐的评磅员有起码的常识，他们意识到赌金计算器严重高估了大布朗的胜算。
表1-1　三冠王竞争者的拜尔速度数字
[image: ]资料来源：史蒂文·克里斯特。

这些对立的观点揭示了第一个错误，即人们倾向于采用内部视角而不是外部视角去看待问题。6内部视角在考虑问题时的关注点是具体的任务和手边的信息，并根据独立的、无法同其他事件产生关联的方式利用这些信息做出预测。这些信息可能包括趣闻轶事和错误的看法。这是大多数人在构建未来模型时使用的方法，也确实是做各种形式的计划时普遍采用的方法。里克·达特罗和其他大布朗的粉丝主要采用的是内部视角，包括大布朗取得的胜利和威风的外表。这可以理解，但这种观点往往会把情况描绘得过于乐观。
持外部视角的人则是先询问之前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可以为决策提供统计基础。他们并不认为一个问题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想知道其他人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遇到过的话，是怎么解决的。外部视角是一种反直觉的思考方式，因为它迫使人们把已经收集到的宝贵信息放在一边不用。根据处在同一位置上的其他马匹的经验，赛马评磅员用外部视角判断大布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投注对象，赢的概率比赌金计算器表示的概率要低得多。外部视角通常可以为决策者创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真实性检验。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接受内部视角？我们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都过于乐观。社会心理学家分别介绍了三种将人们引向内部视角的错觉。7在介绍第一种错觉之前，请花一点时间用“是”或“否”来如实回答以下问题。
·　我是一名驾驶水平中等偏上的司机。
·　我对幽默的判断能力高于一般人。
·　我的专业表现使我在公司名列中上游。
你是否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代表导致人们采用内部视角的第一种错觉，即优越感错觉，表明人们对自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积极看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高于平均水平。在1976年的一项经典调查中，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要求高中生受试者根据一系列标准给自己打分。85%的受试者认为自己在与他人相处方面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70%的受试者认为自己的领导力高于平均水平，60%的受试者认为自己的体育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另外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比半数司机好。8
值得注意的是，能力最差的人在自认为具备的能力和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往往是最大的。9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在语法测试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进行评分。图1-1显示，表现最差的人戏剧性地夸大了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成绩会排在前1/4（也就是接近最高四分位数的位置）。但结果是他们的成绩排在倒数1/4。此外，即使承认自己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他们也往往会忽视自己的缺点，认为那些是无关紧要的。
[image: ]图1-1　最没有能力的人往往最自信
资料来源：Justin Kruger and David Dunning,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no. 6 (1999): 1121–1134.

第二种错觉是乐观错觉。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的未来比其他人更光明。例如，研究人员让一些大学生估计他们在生活中经历各种好事和坏事的概率。这些学生认为自己拥有美好经历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同龄人，而拥有糟糕经历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同龄人。10
第三种错觉是控制错觉。人们表现得好像偶然事件是受他们控制的。想要掷出较小的点数时，他们会轻轻地掷骰子；想要掷出较大的点数时，他们会用力地掷骰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两组办公室职员参加抽奖，抽奖券的价格为1美元，奖金为50美元。其中一组职员可以选择抽奖券，另一组则不能选择。当然，运气决定了获胜的可能性，但职员们的行为表现却并非如此。
抽奖之前，一名研究人员问参与者，他们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抽奖券。可以选择抽奖券的那一组平均出价接近9美元，而不能选择抽奖券的那一组平均出价低于2美元。相信自己有控制力的人会觉得自己成功的概率比实际情况要高，而没有掌控感的人则不会出现这样的偏差。11
我必须承认，作为积极的资金管理者，我的职业可能是专业领域中控制错觉的最好例子之一。研究人员发现，总体而言，每一家投资公司都承认，长期以来，积极构建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的回报率都低于市场指数。12原因很简单：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基金经理收取的费用会降低回报率。市场也有很大的随机性，它确保所有投资者都能时不时地看到好的和坏的结果。尽管有这些证据，但积极的基金经理表现得好像他们可以对抗这种随机性，从而获得战胜市场的回报一样。这些投资公司依赖内部视角来证明其策略和费用的合理性。
为什么明知成功的概率很小，我还是认为自己会成功
大量的专业人士通常依靠内部视角来做出重要的决策，但结果很糟糕。这并不是说这些决策者疏忽大意、天真幼稚或是恶意为之。在上述三种错觉的鼓舞下，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正在做出正确的决策，并相信最后的结果将会是令人满意的。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区别，你就可以更仔细地衡量自己的决策和他人的决策。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企业并购向来是一项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全球业务。一些企业花费大量的资金来识别、收购和整合其他企业，以获得战略优势。毫无疑问，收购方企业在进行交易时做了最好的打算。
问题是，大多数交易并没有为收购方的股东创造价值，平均而言，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收益反而都不错。事实上，研究人员估计，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时，收购方的股价大约有2/3的时间在下跌。13考虑到大多数经理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增值目标，而且他们的薪酬往往与股价挂钩，你会发现并购市场的活力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原因是，尽管大多数高管认识到总体并购记录并不好，但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不好的概率。
2008年7月，陶氏化学（Dow Chemical）同意收购罗门哈斯（Rohm and Haas）后，陶氏化学首席执行官这样描述罗门哈斯：“一栋高品质的海滨房产。”陶氏化学没有被竞购战吓倒，因此它不得不支付74%的溢价。首席执行官宣布这笔交易“是陶氏成为一家盈利增长公司的决定性一步”。14陶氏化学管理层的热情体现出了内部视角的所有特征。收购完成的消息一经宣布，陶氏化学的股价暴跌了4%，这使得由于收购造成的损失进一步增加。
基础数学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公司在收购另一家公司时没有增加价值。对买方而言，价值的变化等于两家公司合并带来的现金流增加（协同效应）与收购者支付的高于市场价值的金额（溢价）之间的差额。公司希望自己得到的比支付的多。因此，如果协同效应超过了溢价，收购方的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否则，其股票价格就会下跌。陶氏化学自己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它的这次并购中，协同效应的价值低于溢价，因此它的股票价格下跌。抛开这些华丽的言辞不谈，这些数据对陶氏化学的股东而言是不利的。15
传闻并不是科学的证据
在写作本书的几年前，我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化疗失败后，他基本上别无选择了。一天，他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他在杂志上看到了一则关于一种癌症替代疗法的广告，声称这种疗法取得了近乎奇迹般的疗效，并且指向了一个充满溢美之词的网站。如果他把信息发给我，我会告诉他我的想法吗？
对这则广告的调查工作没花多长时间。没有哪项精心设计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的疗效，而支持这种方法的证据只不过是一些奇闻轶事。当父亲再次打来电话时，我能听出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尽管治疗费用高昂并且前往治疗地点十分不便，但他还是想选择这个前景渺茫的选项。当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时，我告诉他：“我试着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根据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觉得这个疗法是行不通的。”挂断电话后，我感到很难过。我想相信这个故事，使用内部视角去看问题。我希望父亲能恢复健康。但我内心的科学家告诫我要坚持外部视角。即使安慰剂效应的威力巨大，但“希望”也并不是一种策略。
我父亲在那件事发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但这段经历迫使我思考人们该如何决定自己的医学治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长式管理模式主导着医患关系。医生会诊断出一种情况，然后选择看起来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法。现在的患者更了解情况，一般都想参与决策。医生和患者经常讨论各种治疗方法的利与弊，并共同选择最佳治疗方法。事实上，研究表明，参与做出这些决策的患者对他们的治疗更满意。
但研究也表明，通常因为没有考虑到外部视角，患者经常做出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16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了一种虚构的疾病和各种治疗方法。每个受试者可以在两种治疗方法中进行选择。第一种是保守治疗，有效率为50%。第二种是从12个选项中选择一个，其中每个选项都结合了一个虚构的患者治疗成功、治疗未成功也未失败或治疗失败的故事，治疗结果的有效率则是介于30%和90%之间的4个等级。
这些故事产生了巨大影响，淹没了决策过程中的基础比率数据。表1-2用数据展示了这个故事。当一种有效率为90%的治疗方法与一个治疗失败的案例结合在一起时，只有不到40%的患者选择它。相反，当一种有效率为30%的治疗方法与治疗成功的案例结合在一起时，有接近80%的患者选择它。这项研究的结果与我父亲的行为完全一致。
表1-2　轶事比有效的治疗方法更重要吗
[image: ]资料来源：Angela K. Freymuth and George F. Ronan, “Modeling Patient Decision-Making: The Role of Base-Rate and Anecdot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Medical Settings 11, no. 3 (2004): 211-216.

虽然让患者了解情况并参与其中是好事，但这样做的风险是，他们可能会受到主要是奇闻轶事的信息的影响，包括从朋友、家人、互联网和大众媒体那里获得的信息。医生可能会发现奇闻轶事是让患者理解自己的观点的有效方式。但是医生和患者应该小心，不要忽视科学证据。17
为什么任务往往难以准时完成
如果你曾经参与过某个项目，无论是翻修房子、推出新产品，还是如期完成工作，那么你对这个例子会很熟悉。人们发现很难估计一项工作需要花掉多长时间和多少金钱。他们犯的错通常是低估了时间和费用。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想象自己将如何完成任务时，内部视角再次占据了上风。只有大约1/4的人在制定计划时间表时纳入了源自自身经验或他人经验的基础比率数据。
加拿大劳里埃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罗杰·比勒（Roger Buehler）做了一项实验来说明这一点。比勒和他的合作者询问一些大学生完成一项学校作业需要多长时间，并且给出了3种可能性：50%、75%和99%。例如，一个受试者可能会说，他有50%的可能在下周一之前完成作业，有75%的可能在下周三之前完成，有99%的可能在下周五之前完成。
图1-2显示了估计的准确性：当学生们认为自己有50%的可能完成作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只有13%的人真正交了作业。当学生们认为自己有75%的可能在某一时间完成作业时，只有19%的学生真正完成了作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确信他们能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作业，但只有45%的人做到了。正如比勒和他的同事指出的那样，即使要求学生们做出一项非常保守的预测，一项他们几乎确信自己能够完成的预测，相比于实际的完成情况，他们在估计时间时，也表现得过于自信了。18
[image: ]图1-2　人们相信自己会完成一项任务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差距
资料来源：Roger Buehler, Dale Griffin, and Michael Ross, “It’s About Time: Optimistic Predictions in Work and Love,”i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ed. Wolfgang Stroebe and Miles Hewstone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1995), 1–32.

这项工作有一个有趣的转折。众所周知，人们不善于猜测自己什么时候能完成自己的项目，却很擅长猜测别人什么时候能完成。事实上，计划谬误包含了一个更宽泛的原则。当人们被迫面对相似的情况，看到成功出现的频率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如果你想知道一件事在你身上会出现什么结果，那就看看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在其他人身上会出现什么结果。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思考了为什么人们很少依靠外部视角：“考虑到这项简单技术的巨大力量，我们期待人们能不遗余力地使用它。但他们并没有。”原因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与周围的人不同，自己更好。19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的，从此以后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在商业世界里，对于开发新产品需要多长时间、并购交易成功的概率以及股票投资组合比市场表现更好的可能性，内部视角会表现为毫无根据的乐观。在生活中，你会看到父母相信他们7岁的孩子注定会获得大学体育奖学金，争论电子游戏对孩子的影响，以及重新装修厨房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即使是那些本应该知道的人也会忘记咨询外部视角。丹尼尔·卡尼曼曾召集一个小组，编写了一套教高中生如何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课程。卡尼曼的小组中既有经验丰富的教师，也有没有经验的教师，还有教育学院的院长。大约一年后，他们已经完成了教科书的几章，并开发了一些示例课程。
在一次周五下午的会议上，这些教育工作者讨论了如何从群体中获得信息，以及如何思考未来。他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最佳方法是每个人都独立地表达各自的观点，然后对这些观点加以总结，达成共识。卡尼曼决定实际操作一遍这个方法，于是让每个成员估计一下向教育部提交教科书草稿的日期。
卡尼曼发现，大家估计的时间集中在2年左右，包括院长在内的所有人估计的时间都是18～30个月。然后卡尼曼突然想到，院长曾参与过类似的项目。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院长说他知道很多类似的小组，其中包括开发生物课程和数学课程的小组。于是卡尼曼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完成项目？”
院长脸红了，然后回答说，启动过类似项目的小组中有40%的小组没有完成项目，而且没有一个小组能在7年之内完成项目。卡尼曼认为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院长对这一组的乐观态度，那就是他对其他组的缺点十分了解，于是卡尼曼问院长：“同其他组相比，我们这一组水平有多好？”院长停顿了一下回答说：“比平均水平低，但低得不多。”20
如何利用外部视角，做出正确的决策
卡尼曼与他的学术搭档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4)，共同发表了一个多步骤过程来帮助你使用外部视角。21我将他们的5个步骤归纳为4个，并补充了一些想法。以下是这4个步骤。
1．选择一个参照类别。找到一组情形或一个参照类别，这个范围要足够宽泛，具有统计意义，但也要足够狭窄，可以用于分析你所面临的决策。这项任务通常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而且对于以前很少有人处理过的问题，这项任务无疑更加棘手。但是对于常见的决策，即使它们对你来说并不常见，识别参照类别也是很简单的。注意细节。我以并购为例介绍了如何选择参照类别。我们知道，并购方公司的股东在大多数兼并和收购中都是亏损的，但仔细研究这些数据就会发现，市场对现金交易和溢价较低的交易的反应，要比对溢价较高的股票收购交易的反应更积极。因此，如果知道哪些交易更可能成功，那么并购方公司就能提高从并购中赚钱的概率。
2．评估结果的分布。有了参照类别之后，请仔细查看成功和失败的比率。例如，在大布朗所处的位置上，6匹马中只有1匹马赢得了三冠王。研究结果的分布，注意平均结果、最常见的结果、极端成功或失败的结果。
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其著作《生命的壮阔》（Full House）中指出，在被诊断出患有间皮瘤后，了解疾病结果的分布对他来说多么重要。他的医生解释说，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罕见癌症的人中，有一半的患者只活了8个月，更严格地说，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是8个月，就像是被判了死刑。但古尔德很快意识到，半数的患者在8个月内死亡，而另外一半患者则活了更长时间。由于确诊时他的年龄相对较小，他很有可能成为幸运的一个。古尔德写道：“我问对了问题并找到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可能得到了最珍贵的礼物——大量的时间。”古尔德又活了20年。22
另外两个问题也值得一提。要使参照类别有效，统计的成功率和失败率必须随时间的推移而相当稳定。如果系统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数据得出推论可能会产生误导。在个人理财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理财顾问会根据历史数据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建议。由于市场的统计特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投资者最终可能持有错误的资产组合。
也要留意那些小扰动可能导致大范围变化的系统。由于在这些系统中因果关系很难确定，借鉴过去的经验就比较困难了。由电影或书籍等热销产品推动的企业就是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电影制作方和出版商很难预测结果，因为成功和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影响，这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预测的现象。
3．做出预测。有了来自参照类别的数据，包括对结果分布的了解，你就可以做出预测了。预测是为了评估你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基于我所讨论的所有原因，你的预测很有可能过于乐观了。
有时候，当你找到了正确的参照类别，你会发现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的可能性，你必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比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的教练们在关键赛况下使用的战术呼叫，包括第4次进攻、开球和两分转换的尝试。和许多其他运动一样，对这些情况进行决策的传统方法是教练们代代相传的。但这种过时的决策过程意味着得分更少，赢得的比赛更少。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查克·鲍尔（Chuck Bower）和双陆棋前世界冠军弗兰克·弗里戈（Frank Frigo）创建了一个名为宙斯（Zeus）的计算机程序，用来评估职业橄榄球教练的战术呼叫决策。宙斯使用了在双陆棋和国际象棋程序中获得成功的那种建模技术，并且创建者给它装载了统计数据和教练的行为特征。鲍尔和弗里戈发现，在32支球队组成的联盟中，只有4支球队在1/2的时间里做出了与宙斯意见一致的关键决策，而9支球队在不足1/4的时间里做出了与宙斯意见一致的决策。宙斯估计，这些糟糕的决策给一支球队造成的损失不是每年一次胜利可以挽回的。在包含16场比赛的赛季中，这些决策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大多数教练坚持使用传统智慧，因为这是他们所学到的，而且他们不愿面对脱离过去的做法所带来的可预见的负面后果。但宙斯表明，外部视角可以为愿意打破传统的教练带来更多的胜利。这对于愿意进行反直觉思考的教练来说是一个机会。23
4．评估预测的可靠性并进行微调。我们做决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测的内容。例如，天气预报员就能很好地预测明天的气温。而除了少数畅销书作者的作品外，图书出版商在挑选潜力作品方面表现欠佳。成功预测的记录越差，就越应该将预期值向平均值或其他相关统计度量结果靠拢。当因果关系清楚了，你就会对你的预测更有信心。

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是，当决策者倾向于关注独特性时，最好的决策往往来自一致性。别误会，我并不提倡乏味、缺乏想象力、照搬或毫无风险的决策。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够从每天面临的类似情况中得到大量有用的信息，但我们忽视了这些信息，因此给自己造成了损害，关注这些丰富的信息将帮助你做出更有效的决策。下次当一个三冠王的热门竞争者出局时，请记住我说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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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心理原因，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考虑的选项太少。在许多情况下，最明显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但在一个替代方案比过去更多的世界里，视野狭窄可能导致重大但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再说一遍，你不需要费力地分析每一个决策。相反，当风险足够大时，问问自己是否容易陷入视野狭窄。如果是这样，仔细检查你的决策过程，并采取具体的步骤，全面地考虑隐藏的可能性。


丹尼尔·卡尼曼在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的重大贡献，应该成为所有专业培训的主要内容。在我与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对“锚定与调整启发式”（anchoring-and-adjustment heuristic）的评论让我难以忘怀。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启发式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个例子以我和我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做的一个练习为基础。我给了他们一张表格，要求他们写下两个号码。1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练习，可以花点时间写下你的回答。
1．你的电话号码的后四位数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对纽约市曼哈顿区医生人数的估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锚定与调整启发式有一个偏差，它预测电话号码将影响学生们对医生人数的估计。在我的班级里，电话号码以0000～2999结尾的学生预测的医生平均人数为16 531人。而电话号码以7000～9999结尾的学生对医生人数的平均估值为29 143人，比前者预测的人数高出76%。卡尼曼在对他的学生进行测试时也得到了相似的模式。据我所知，曼哈顿大约有2万名医生。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电话号码的后四位与曼哈顿的医生人数无关。但是，在做出估计之前，随便思考一个总数的行为，会使最终结果出现严重的偏差。如果我把问题的顺序倒过来，学生们肯定会做出不同的估计，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做决策时，人们通常从一个特定的信息或特征（锚定）开始，然后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从而得出最终的答案。偏差是指人们从“锚定”开始做出的调整不够充分，因此做出了离谱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锚定”是否合理，最终的答案都过于接近锚定。2
但卡尼曼强调的一点是，即使你向一个群体解释锚定，人们也无法理解。就算你讨论完概念后立即进行实验，仍然能看到偏差在起作用。心理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锚定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注意所有可能的结果
本章介绍的影响更广的决策错误，它的主要成因就是锚定，也就是对替代方案的考虑不足。坦率地说，你可以称之为“视野狭窄”。从医学漏诊到对金融模型毫无根据的信心，都体现了人们不考虑各种选择或可能性会导致可怕的后果。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的思维过于狭隘呢？
我最喜欢的一种解释出自以心智模式理论闻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Phillip Johnson-Laird）。他认为，当我们进行推理时，我们会使用洞察力、单词和句子的意义、它们所表达的命题的意义，以及我们的知识。事实上，我们会运用自己掌握的全部知识去思考各种可能性，并将每种可能性用一个心智模式来表示。3
约翰逊-莱尔德的描述有几个方面值得强调。首先，人们会根据一系列的前提进行推理，但只考虑可以并存的可能性。因此，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相信的事情是错误的。举一个打牌的例子，下面三种说法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　某个人手里的牌包含一张国王、一张A，或者两者都有。
·　某个人手里的牌包含一张王后、一张A，或者两者都有。
·　某个人手里的牌包含一张J、一张10，或者两者都有。
根据这些陈述，你认为这个人手里的牌中有A吗？
约翰逊-莱尔德向许多聪明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的手里有一张A，那么前两个命题就为真，这就违反了只有一个命题为真的条件。4你可以把前提和它们的选项想象成一束光，这束光只照亮了你感知到的可能结果，把许多可行的选项都留在了黑暗中。
其次，这与一个人看待问题的方式也有关，即他对问题的理解、对问题的感受以及他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对问题的推理方式。由于我们都是蹩脚的逻辑学家，所以对问题的表述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做出的选择。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景理论的发现，包括常见的启发式和相关的偏差，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会在由于视野狭窄而犯的错误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偏差。
最后，心智模式是外部现实的内部表征，是一种不完整的表征，它以速度换取细节。5心智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取代更为烦琐的推理过程，但它的有效性只取决于它与现实匹配的能力。不合适的心智模式将会导致决策失误。6
我们的大脑只是试图找到一个答案：对患者的正确诊断，合理的收购价格，小说情节的可能走向，并且通过一些常规例程快速而高效地得到答案。但是，迅速得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看来最有可能的结果上，而忽略许多其他的可能结果。在人类的大部分进化过程中，这种方法都很有效。但是，在数万年前的自然环境中起作用的因果模式，在今天的科技世界中往往并不适用。因此，当风险足够大时，我们必须放慢脚步，让光线照射到所有可能的结果上。
看似合理的结果不一定是对的
视野狭窄是许多错误的根源，我们只需要看看锚定与调整启发式及其相关的偏差，就能看到第一个错误。为什么人们不会根据一个锚定做出足够的调整从而得出准确的估计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和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的研究表明，我们从一个锚定开始，然后朝着正确的答案前进。但是，一旦达到了一个我们认为合理或者可接受的值时，大多数人就会停止调整。
在一个实验中，心理学家要求受试者回答6个有自然锚定的问题。例如，他们让参与者估计伏特加的冰点（华氏度(5)），这里的自然锚定是32华氏度，也就是水的冰点。然后他们要求受试者给出一个范围，说明后者认为最高和最低的合理估值。对于伏特加的问题，平均估值是12华氏度，估值的范围为-1～23华氏度。伏特加的冰点为-20华氏度。埃普利和吉洛维奇的研究称，这些结果表明，从锚定开始的调整“需要寻找一个合理的估值”，而受试者一旦找到他们认为合理的答案，就会终止调整。7
你也可以在谈判中看到锚定和调整的后果。研究谈判策略的心理学家格雷戈里·诺斯克拉夫特（Gregory Northcraft）和玛格丽特·尼尔（Margaret Neale）向一组房地产经纪人展示同一套住宅的相同背景材料，包括房屋的面积、设施以及同类住宅近期的交易情况。为了测量锚定效应，研究人员向一些经纪人展示了同一套房子的不同挂牌价。果然，看到高挂牌价的经纪人对房子的估价远远高于看到低挂牌价的经纪人（见图2-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估中使用了挂牌价格数据的经纪人里，有不到20%的人坚称自己的评估是独立的。这种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8
[image: ]图2-1　房地产经纪人的锚定效应
资料来源：改编自Gregory B. Northcraft and Margaret A. Neale, “Experts, Amateurs, and Real Estate：An Anchoring-and-Adjustment Perspective on Property Pricing Decis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9, no. 1 (1987)：84-97。

锚定在高风险的政治或商业谈判中很重要。在信息有限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锚定会对结果造成巨大影响。例如，研究表明，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第一个给出报价的一方可以从强烈的锚定效应中获益。如果你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想到和认识到各种可能的结果是防止锚定效应的最有效手段。9
不要以貌取人
杰尔姆·格鲁普曼（Jerome Groopman）博士在他的作品《医生最想让你读的书》（How Doctors Think）(6)中，描述了一位体态匀称的护林员因胸痛被送往医院急诊室的情景。值班医生仔细地听完护林员的症状描述，审查了心脏病检查表，并要求做了一些标准测试。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鉴于检查结果，再加上患者健康的外表，医生向患者保证后者的心脏导致了胸痛问题的可能性“大约为零”。
第二天，护林员因心脏病发作回到了医院。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但是昨天给他看病的医生却有点抓狂。经过反思，这位医生意识到，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导致的偏差影响了他的判断。这种偏差也是一种决策错误，它表明我们经常在脑海中根据代表性类别匆忙得出结论，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情况。“不要以貌取人”这句老话说的就是这种偏差，鼓励我们对各种选择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我们的大脑试图关闭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错误是排除了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因为患者看起来很健康。“你必须在头脑中对非典型症状做好准备，不要那么快就安慰自己和患者，说一切都好。”医生后来若有所思地说。10
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是指根据记忆中可用的信息判断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概率，它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挑战。如果某件事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或者它在我们的脑海中是生动的，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件事更有可能发生。格鲁普曼提到一位来医院就诊的女人，她当时正发着低烧并且呼吸急促。她所在的社区近期经历了一场病毒性肺炎，这为医生提供了心理可得性。医生诊断她为亚临床病例，表明她患有肺炎，但症状尚未显现。结果，她只是阿司匹林中毒。为了治疗感冒，她吃了太多的阿司匹林，发烧和呼吸急促都是阿司匹林中毒的典型症状。但由于病毒性肺炎在脑海中很鲜明，所以医生忽略了其他可能性。同代表性一样，可得性鼓励我们忽略其他选择。11
仔细想一想代表性启发式和可得性启发式是如何影响你的决策的。你是否曾经仅仅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听说飞机失事后，你是否更加害怕坐飞机出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但你也会因此而误解或错过看似完全合理的结果。
有限的观察，不恰当的预测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看一组随机出现的正方形和圆形，如图2-2所示。你认为接下来出现的是什么形状？
[image: ]图2-2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形状
资料来源：改编自Jason Zweig, Your Money and Your Brain：How the New Science of Neuroeconomics Can Help Make You Rich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07)。

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都强烈地暗示着同样的答案：另一个正方形。这就导致了又一种常见的错误，即倾向于根据过去的结果做出不恰当的推断。杜克大学心理学家兼神经学家斯科特·胡特尔（Scott Huettel）和他的同事证实了这一发现。他们将受试者置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机器中，向他们展示随机出现的圆形和正方形。一个符号出现之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符号。但当一个符号连续出现两次之后，即使他们知道这些符号的出现是随机的，仍会认为接下来出现的还是这个符号。两次出现同一种符号可能并不代表一种趋势，但我们的大脑却认为这就是一种趋势。12
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想要找出模式，而我们的预测过程非常迅速（研究人员称之为“自动的和习惯性的”）。这种模式识别能力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对大多数人类的生存都非常有利。“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所有的模式都是可预测的，”胡特尔说，“例如，当你听到身后传来的哗啦声，那不是人为造成的；它的意思是树枝要掉下来了，你需要躲开。所以，我们进化出了寻找这些模式的能力。但这些因果关系在技术世界中不一定成立，因为技术世界会产生不规律的现象，而我们在技术世界中寻找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模式。”13
推断也能更好地指出其他一些错误。我们可以把归纳的问题表述为根据有限的观察，不恰当地预测未来。未能反映均值回归是由于没有合理考虑偶然性的作用，就根据早期的表现推断未来的情况。根据过去的结果进行预测的模式认为，未来与历史的特征是相似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大脑，或者说我们大脑构建的模式，都没有合理地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就进行了预测。
人们只注意自己想注意的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是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方面，即人类渴望内在和外在一致的固有愿望带来的僵化。14认知失调是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持有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包括想法、态度、信念和观点时，认知失调就出现了。15这种不一致导致了我们的大脑试图减少精神上的不适。
很多时候，我们通过思考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来解除不适，例如，有人承认系安全带可以提高安全性，但他却不这么做。为了减少这种不一致，他可能会指出系安全带不舒服，或者声称他高于平均水平的驾驶技术将使自己免受伤害，从而为自己的决策找借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有一点自欺是可以的，因为风险通常很低，而且它能让我们在晚上安然入睡。
但如果风险很高，自我辩解就是个大问题。纵观历史，恶毒的独裁者、极端分子和舞弊的公司高管们的行为是可悲的，他们在伤害他人的同时还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这里有一些例子，说明了为了解决内部冲突，大脑有多努力。
当其他八年级的学生都希望成为宇航员或消防员时，库尔特·怀斯（Kurt Wise）却梦想着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在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任教。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怀斯实现了他的部分梦想：作为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的学生，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怀斯的论文提出了一种统计方法来推断一个特定物种生活的时期（通常是数百万年前），从而补充了化石记录。他的贡献完全符合公认的进化论。
为什么要提到怀斯的文凭呢？怀斯是一位年轻的神创论者，他相信《圣经》上关于几千年前上帝创造世界的记载，这与他所受的科学训练是矛盾的。怀斯大脑中的矛盾达到了顶点，他决定不辞劳苦地通读《圣经》，删去与进化论不一致的每一节经文。这个工程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他完成的时候，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圣经》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他必须在进化论和《圣经》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圣经》。他回忆道：“就在那个晚上，我接受了上帝的旨意，拒绝了一切与之相悖的东西，包括进化。”他接着说，“如果宇宙中所有的证据都反对神创论，我会第一个承认，但我仍然是神创论者。我必须站在这里。”16
20世纪50年代中期，包括费斯廷格在内的3位科学家注意到了一个以伊利诺伊州为基地的邪教团体，该团体声称从其他行星上的神灵那里获得了启示。科学家们渗透到该组织，收集了会议和事件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众开始相信来自外太空的生物向他们传达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当年的12月21日将发生一场毁灭世界的洪水。好消息是，宇宙飞船将在午夜降落，拯救这些信徒。
在世界末日之前，信众表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他们通过辞去工作、终止学业、转赠财产、期待新生活来维持或加强对这个团体的忠诚。另一方面，他们除了含糊地告诉外界灾难即将来临的消息外，对外界几乎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12月20日晚，信众聚集在该组织的精神领袖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的家中，等待着外星人的到来。午夜过后，信众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在凌晨4点后的休息时间，该团体的领袖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 Armstrong）对其中一名渗透者透露：“我不在乎今晚发生什么。我不能怀疑。即使明天我们不得不向媒体承认我们错了，我也不会怀疑。”17请注意，怀斯和阿姆斯特朗的说法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凌晨4点45分左右，基奇夫人收到了一条消息：该团体是“善良之力”的凝聚，因此世界逃脱了它可怕的命运。这令信众精神振奋，但不久之后的第二条消息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该组织立即在报纸上详细地发布了这则“圣诞信息”。因此，在基奇夫人的带领下，精疲力竭的信众开始给报纸、广播电台和通讯社打电话。从那时起，该组织开始对外展示。“屋子里挤满了各大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代表，”3位科学家写道，“来访者进进出出、络绎不绝。”18
认知失调是关于内部一致性的，而确认性偏差是关于外部一致性的。当一个人寻求证实自己先前的信念或观点的信息，却忽视或否定反驳这种观点的证据时，就会出现确认性偏差。19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7)指出，一致性有两个好处。首先，它允许我们停止思考问题，令我们的精神得以休息。其次，一致性使我们从理性的结果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它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前者让我们避免思考；后者让我们避免行动。2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无线电广播在美国流行起来的时候，一些心理学家担心媒体会用一些观点去左右易受影响的公众。他们担心，每个人同时听到同样的信息，可能会引发一些大规模的、无意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著名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驳斥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基本上会继续做自己以前做的事情，而不受媒体的影响。
当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研究为什么媒体对个人的影响如此微弱时，他们发现人们在曝光和保留信息方面是有选择的。实际上，大多数人看到和听到的是他们想要的，而忽略掉其他信息。例如，一份政府备忘录解释了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住酒店时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四罐无糖雪碧、一壶不含咖啡因的咖啡、20摄氏度的室温、所有的电视都调到福克斯新闻频道（这个频道最能体现他的观点）。21确认性偏差的这一方面，即选择性曝光和保留，会尽量减少我们接触不同想法的机会。
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和他的同事对政治党派之间的选择性曝光和保留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对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做了调查，然后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在他们阅读幻灯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幻灯片上的内容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及一些政治中立人士明显前后矛盾的言论。
两个党派的受试者毫不费力地看出了反对党候选人前后矛盾的言论，在满分为4分的差异评级中给出了近4分的评价。但当他们自己党派的候选人言论不一致时，他们给出的平均差异评级接近2分，这表明他们看到的前后矛盾最小。最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中立人士前后矛盾的言论都没有做出强烈反应，见图2-3。22
[image: ]图2-3　人们更善于发现对立一方的矛盾言论
资料来源：Drew Westen, Pavel S. Blagov, Keith Harenski, Clint Kilts, and Stephan Hamann, “Neural Bases of Motivated Reasoning：An fMRI Study of Emotional Constraints on Partisan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200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8, no. 11 (2006)：1951.

大脑图像同样呈现并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当两个党派的人看到他们不认同的信息时，参与意识推理的“电路”都不活跃。但当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大脑就会消除消极情绪，激活积极情绪。两个党派的受试者的大脑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23
对政治党派的研究表明，注意力在视野狭窄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过多关注一件事意味着你对其他事的关注就会减少，这常常造成某种形式的视而不见。每年，我都会给我的学生们播放一段视频来展示这一现象。研究知觉的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8)制作了这段时长为32秒的视频。这段视频现在很有名。视频中，两组人站在一间很普通的大厅里，一组人穿白衬衫，另一组人穿黑衬衫。每一级成员要来回传接一个篮球。我让学生们计算白衬衫队传球的次数，这有难度，因为球员们都是来回移动的。当然，学生们知道其中会有一些干扰设计，所以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
实验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干扰设计。在视频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穿着大猩猩服的女人出现在了画面中，她捶着胸口，然后走开了。专注这项具有挑战性的视觉任务的学生中，只有不到60%的人注意到了大猩猩，见图2-4。然后我重新播放了视频，让学生们在不受任务限制的情况下观看。当大猩猩出现时，总伴有紧张的笑声。我的结果与其他实验者的报告非常一致。
[image: ]图2-4　看不见的大猩猩
资料来源：D. J. Simons and C. F. Chabris, “Gorillas in our midst：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28 (1999)：1059–1074．本图片由丹尼尔·西蒙斯提供。

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的注意力带宽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把所有的带宽都用在一项任务上，那么就没有任何带宽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了。因此，人们应该注意，在关注能够解决问题的重要细节和关注更大的背景之间取得平衡。24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视野狭窄，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与压力联系起来。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有一点压力或者短时间内压力很大，是好事。但是压力太大就会影响我们长远思考的能力，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混乱。
压力通常是很有帮助的。压力的常见反应是通过增加心率、血压和加快呼吸让肌肉获得更多能量。高压力对感觉系统也有帮助。例如，警察报告说，在射击过程中，他们的视觉敏锐度和注意力提高了，感觉到时间的减缓，而且听不到声音。在短时间内，大脑可以专注手头的任务。这种反应在特殊情况下很有价值。25
然而，如果长期处于有压力的状态，那就不好了。动物在面对生命威胁时会有压力反应，想象狮子追赶斑马的画面，但威胁过去后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人类偶尔也受到生命威胁，但我们的压力大多来自工作的最后期限、经济上的担忧和人际关系问题带来的情绪压力。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来自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刺激，压力反应都是一样的。但是，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会经历长期的心理压力。事件打开了我们的压力应激系统，而我们无法关闭它。虽然调动你的身体对短期威胁做出反应是一项惊人的壮举，但如果它总是开着，同样的反应对你的健康则是非常有害的。
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压力问题专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指出，压力反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会关闭长期系统。如果你即将成为狮子的午餐，你不必担心消化、生长、疾病预防或繁殖问题。用萨波斯基的话说就是，压力反应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这就造成了视野狭窄。
让压力大的人去想长远的事情不太容易。这位明天就要失业的经理没有兴趣做一个能让他在未来3年内过得更好的决策。心理压力会产生一种即时性，这种即时性会抑制人们考虑那些具有长远回报的选择。压力反应对于应对当下的风险非常有效，但它会“拉拢”制定决策的器官，迫使人们做出糟糕的决策。26
不恰当的激励会带来糟糕的决策
经济学家相当有力地论证过，激励很重要。激励是鼓励一个特定的决策或行动的所有因素，包括金钱或其他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激励会产生利益冲突，从而影响人们正确考虑替代方案的能力。所以，当你评估自己的决策或他人的决策时，考虑一下激励所鼓励的选择。
神经外科医生卡特里娜·菲立克（Katrina Firlik）博士分享了一个例子：在脊柱外科的会议上，一位外科医生介绍了一位女性患者的病例。她的颈椎间盘突出，疼痛是神经受压迫引起的。物理治疗、药物治疗以及耐心等待疼痛自行消失的传统保守治疗方法对她都不起作用。
这位外科医生让参会人对手术的几种选择进行投票。第一种方案是通过较新的颈椎前路手术，切除患者的整个椎间盘，用骨塞代替，然后融合椎间盘。绝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第二种方案是采用相对较老的后路手术，只切除压迫神经的椎间盘部分。由于手术过程中大部分椎间盘未受损伤，因此不需要融合。这时，只有几个人举手。
参会者几乎都是男性，发言者接着问：“如果这个患者是你的妻子，你会怎么选？”选项没变，但参会者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主要原因是，外科医生从更新更复杂的手术中得到的报酬通常是已成熟的手术的好几倍。27
在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激励措施也发挥了核心作用。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根据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9)的说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无可否认是危机的源头”。由于不良或有限的信用记录而无法达到最高信用标准的人，能够以通常很低的初始利率借到以前借不到的数额较多的钱。20世纪90年代末，次级抵押贷款只占新抵押贷款的10%，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0%，而不受监管的放贷者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当房价下跌时，这些次级借款人最先陷入困境，引发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一连串损失。
尽管让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像现在这样增长显然是不好的，但对参与者的激励强烈地鼓励了这种现象。例如：
·　信用标准低的人可以拥有他们梦寐以求的好房子。
·　放贷人从借贷人的贷款中赚取费用，因此放松了借贷人的承保标准。放贷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要求借贷人必须抵押房产。因此，他们的激励主要是多放贷，而不是谨慎放贷。
·　投资银行购买了这些个人抵押贷款，并将其打包转售给其他投资者，从中赚取费用。
·　评级机构收取一定的费用对抵押支持债券进行评级。他们做出了大量代表高信用度的AAA评级。
·　AAA级抵押支持债券的投资者获得的回报高于其他AAA级债券。由于许多投资者是根据投资组合的收益获得报酬的，额外的收益能让他们收取更高的费用。28
次贷危机表明，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对个体代理最有利的情况，对整个系统来说可能不是最有利的。即使是在崩溃之后，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链条中每个组成部分的动机：更多的房屋、更多的费用、更多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动机是有道理的。但当所有参与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没有考虑他们的行为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的更广泛影响时，整个体系就崩溃了。对于市场的狂热信徒来说，这种群体性失败尤其令人震惊。格林斯潘写道：“那些指望贷款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保护股东权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状态。”29
许多糟糕的决策是由不适当的激励而不是错误造成的。伴随激励而来的偏差通常是无意识的。哈佛商学院研究决策制定的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10)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让100多名会计师审阅了5笔含糊不清的账目简介，并对每笔账进行审查。一半的审计师被告知他们被这家公司录用了，剩下的被告知他们被另外一家公司录用了。那些担任该公司审计师的人中，有30%更有可能去寻找符合会计原则的选择，这表明，即使与这家公司的关系只是假设的，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研究人员写道：“也许在利益冲突中起作用的心理过程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可能在没有有意想要徇私舞弊的情况下发生。”激励是导致视野狭窄的一个重要因素。30
如何避免视野狭窄，做出正确的决策
1．明确考虑备选方案。约翰逊-莱尔德的推断模式表明，决策者往往没有考虑足够多的备选方案。你应该检查所有的备选方案，必要时使用基础比率或从市场中得来的指导原则，以降低代表性偏差或可得性偏差的影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谈判老师建议在进行谈判时，要了解你的谈判协议的最佳替代方案、你的底价，以及对方的底牌。弄清这些情况能够提高达成有利交易的概率，避免意外。在其他情况下，清晰而完整地列举你的备选方案也是非常有帮助的。31
2．寻求异议。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证明你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里有两个技巧：第一个技巧是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与你的观点相悖。第二个技巧是仔细聆听这些答案。检查数据时也要这样做：寻找能得出不同结论的可靠来源。这有助于避免愚蠢的不一致。32
如果可能的话，和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流。这在情感上和理智上都是很难做到的，但它能非常高效地暴露替代方案。当群体成员试图通过避免测试替代想法从而在冲突最小的情况下达成共识时，它也降低了群体思维的风险。亚伯拉罕·林肯就采用过这种方法。林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入主白宫之后，他任命了一些他的重要对手担任内阁职位。随着他的对手团队带领美国度过了内战，他最终赢得了以前对手的尊重。33
3．写决策日志。人类有一种奇怪的倾向：一旦事情过去了，我们相信我们事先对结果的了解比实际情况要多。这就是事后诸葛亮。研究表明，人们在知道结果之前，回忆一种不确定的情况是如何出现的，这种做法是不可靠的。
我和家人开车去机场赶飞机度假。我们可以走95号州际公路或者梅里特公园路，这两条路线大致相同。我听了路况报道，说两条路线都畅通，于是我选择了95号州际公路。几分钟后，我们遇上了由交通事故导致的交通堵塞。清除了交通阻塞后，我们冲向机场，结果差点误了班机。我妻子转向我，用一种恼怒的语气说：“我就知道我们应该走梅里特公园路。”正如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所说：“只有向后看才能理解生活，但是要生活好，则必须向前看。”34
所以，向前看的时候我们通常没有考虑到足够的替代方案，向后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解决这两种问题的方法是写下决策背后的理由，并不断回顾过去的行为。决策日志是一种容易实现且成本不高的程序，可以抵消后见之明偏差，鼓励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有可能性。
4．避免在情绪极端时做决策。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难做到情绪状态非常理想，但可以肯定，如果你情绪激动的话，你的决策能力会很快被削弱。压力、愤怒、恐惧、焦虑、贪婪和极度兴奋都是与高品质决策背道而驰的精神状态。但是就像在情绪波动时很难做出好的决策一样，在没有情绪的情况下也很难做出好的决策。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11)认为，“当我们情绪稳定时，理性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你的情绪处于极端状态，只要有可能，尽量推迟重要的决策。35
5．正确理解激励。仔细考虑存在什么激励，以及这些激励可能会激励什么行为。金钱激励通常很容易发现，而非物质上的激励，如声誉或公平，就不那么明显了，但它们在驱动决策方面仍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很少有人相信激励会扭曲我们的决策，但证据表明，这种影响可能是潜意识的。最后，对团队成员个体有益的事情可能对整个团队有害。

由于各种心理原因，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考虑的选项太少。在许多情况下，最明显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但在一个替代方案比过去更多的世界里，视野狭窄可能导致重大但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再说一遍，你不需要费力地分析每一个决策。相反，当风险足够大时，问问自己是否容易陷入视野狭窄。如果是这样，仔细检查你的决策过程，并采取具体的步骤，全面地考虑隐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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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者，你的首要任务是找出问题的本质，然后考虑如何最好地解决它。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所以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


准确预测节假日销售额是零售商的一项重要任务。过低的预测会导致货架闲置和利润损失，而过于乐观的预测则会导致库存堆积，从而给保持利润率带来压力。因此，零售商有很大的动力做出准确的销量估计。为此，大多数商家都会依赖专家——组织中收集信息、研究趋势并做出预测的那些人。
对于经营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公司来说，风险尤其大，因为它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在送礼季产生的，而库存商品会迅速贬值。作为一家依赖专家的零售商，消费电子巨头百思买（Best Buy）的内部专家承受的预测压力尤其大。因此，你可以想象，当畅销书《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作者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信步走进百思买的总部，传达了一条令人震惊的信息——一群相对不够了解情况的人比公司最优秀的预言家预测得更好时，人们的反应是什么。1
索罗维基的话引起了时任百思买礼品卡业务主管的杰夫·塞弗茨（Jeff Severts）的共鸣。塞弗茨想知道这个想法是否真的适用于公司环境，所以他给了公司里的几百名员工一些基本的背景信息，并让他们预测2005年2月的礼品卡销售情况。他在3月统计结果时发现，近200名受试者的平均准确率达到了99.5%。他的团队的官方预测与预期相差5%。群体的表现要好一些，但这是侥幸吗？
同年的晚些时候，塞弗茨开辟了一个位于公司中心的位置，供员工提交和更新从感恩节到年底的销售情况预测。有超过300名员工参与了这次活动，塞弗茨跟踪了群体的预测。2006年初，尘埃落定后他透露，内部专家8月的官方预测准确率为93%，而业余群体的预测只有0.1%的误差。2
百思买随后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它的预测市场，并称之为TagTrade。3 2 000多名进行了数万次交易的员工，对客户满意度评分、店铺开业到电影销售等一系列主题进行了预测，通过这些交易，市场为管理人员提供了有用的参考意见。例如，在2008年初，TagTrade显示，与正式的预测相比，新的笔记本计算机服务套餐的销量会令人失望。当初步结果证实了这一预测后，该公司取消了这一计划，并在同年秋天重新推出了该产品。尽管远非完美无瑕，但预测市场在大多数时候都比专家更准确，并为管理层提供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4
计算葡萄酒价值的方程式
我对葡萄酒没什么研究。如果我想在用餐时喝一杯，我几乎总是听从侍者或用餐同伴的建议，并天真地将愉悦感与酒的价格联系在一起。5品酒在我看来就像欣赏艺术一样——美取决于品鉴者的味蕾。我一直把摇晃酒杯、啜饮、时髦的人群看作是博学的，而且还有点神秘。因此，当计量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伊恩·阿瑞斯（Ian Ayres）在他的《魔鬼统计学》（Super Crunchers）一书中介绍了一个方程式，保证无须大喝一口就能揭示葡萄酒的价值时，可以想象我有多高兴。6
葡萄酒的价值=-12.145 40+0.001 17冬季降雨量+0.616 40
平均生长季温度-0.003 86收获季降雨量
经济学家、葡萄酒爱好者奥利·阿什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计算出了这个回归方程，用以解释法国波尔多地区红葡萄酒的品质。长期以来，波尔多的葡萄酒商一直使用一致的方法生产葡萄酒，并认真记录了降雨量和温度，这为阿什菲尔特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他发现天气和葡萄酒品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于是他建立了一个方程式来量化两者之间的联系。尽管葡萄酒鉴赏家们打心眼里对此嗤之以鼻，但事实证明，阿什菲尔特对葡萄酒价值的预测非常准确，在判断浅龄葡萄酒时尤其有用。7
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机胜过了鉴赏家。多年来，葡萄酒饮用者不得不依靠专家的意见，而这些专家本身在品质和一致性方面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它需要一个局外人，而且是一位经济学家，来确定以前被忽视的关系。有了这个方程式，计算机就可以提供更快、更便宜、更可靠的评估，而且没有一丝势利。
专家不可被替代的3个领域
随着互联网利用群体智慧和计算能力的增长，专家在预测中体现价值的能力正在稳步下降。我称这种现象为“专家限制”（expert squeeze），并且它的证据越来越多。尽管有这种趋势，我们仍然渴望专家——那些拥有特殊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个人，并相信许多形式的知识是技术性的和专门化的。我们公开听取穿着白色实验服或细条纹西装的人的意见，相信他们掌握着答案，我们对计算机生成的结果或一群新手的集体意见心存疑虑。8
“专家限制”指的是人们受困于陈旧的思维习惯，无法使用新方法来分析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要想知道何时超越专家的视野，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而这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可以肯定的是，专家们的未来并不都是暗淡的。专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仍具有优势。挑战在于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优势。
那么，作为一个决策者，你如何应对专家限制呢？你必须认真思考你面临的问题。图3-1中显示了这个过程。从左边数第二列中列出的问题具有基于规则的解决方案且可能产生有限的结果。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过去的模式调查问题，并写下指导决策的规则。9专家们能很好地处理这些任务，但只要原则清晰、定义明确，计算机就是更便宜、更可靠的选择。想想诸如信用评分或简单形式的医疗诊断等任务。专家们能够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解决方案是透明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检验的、真实的。
[image: ]图3-1　专家的价值

对于这些问题，专家最初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能找出可行的规则或算法。想一想阿什菲尔特的例子。然而，潜在的秩序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专家们必须使用统计方法来找到系统中的结构，但找到之后，计算机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21世纪初，美国哈拉斯赌场（Harrah’s Casino）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多年来，与其他赌场一样，哈拉斯赌场对那些在高赌注赌桌上玩的豪赌客表示欢迎。然而，一项对客户数据的仔细研究显示，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收入的中老年人贡献了最多的价值。因此，高管们利用这些数据从最好的客户那里获得了更高的忠诚度，同时仍然有效地管理着那些豪赌客。专家高管们一直延续的传统智慧，即豪赌客是价值最高的顾客，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但只有对数据进行新的分析才能发现。10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种极端情况，最右边的一列对应的是结果范围广泛的概率领域。这里没有简单的规则。你只能用概率来表示可能的结果，而结果的范围很广。例如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预测。有证据表明，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群体的表现比专家好。例如，经济学家对利率的预测极为糟糕，常常无法准确猜测利率的变动方向，更不用说利率的正确水平了。11还要注意，专家们不仅不善于预测实际的结果，而且他们也很难达成一致。两个有同等资历的专家可能会做出相反的预测，从而做出相反的决策。
石油价格的预测就是一个例子。石油价格预测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以马修·西蒙斯（Matthew Simmons）为代表的专家。他是一位投资银行家和能源顾问，他认为世界已经达到了石油开采的顶峰，因此石油价格很可能会上涨。另一个阵营的专家包括经济研究员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耶金认为，技术将使找到新的石油资源并从中获利成为可能。这两个阵营都有聪明且具有说服力的专家，但他们对石油未来价格的走向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12
中间的两列为剩下的专家专区。专家们在处理结果数量较多并基于规则的问题时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比计算机更擅长消除错误的选择，并且能非常聪明地将有限的信息联系起来。担任企业顾问的物理学家埃里克·博纳博（Eric Bonabeau）开发了一些程序，将计算机和专家结合起来寻找包装设计的解决方案。博纳博利用计算机进化原理，即重组和突变，生成替代方案，并让专家为下一代选择最好的设计方案。计算机能有效地创造出不同的设计方案，但没有品位。包括宝洁和百事可乐在内的大型消费品公司已经成功地利用这种技术使它们的产品脱颖而出。13
不过，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高，它们将继续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在1997年的一场国际象棋六局比赛中击败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然而，在围棋比赛中，人类仍然领先于计算机程序。围棋规则简单，但由于它更大的19×19的棋盘，与国际象棋相比，有更多的位置组合。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和成本的降低，计算机也将赢得这场战斗(12)。表3-1显示了在各种比赛中计算机与人类的胜负情况。
表3-1　人类和机器，谁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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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结果数量有限的概率性问题，专家们的结论是喜忧参半的。计算机和群体如果缺乏特定领域的知识，就会遭遇惨败。例如，一位专业教练可能会制定一个比计算机更好的比赛计划，因为他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团队和竞赛的独特知识。同样，高管们也可以更好地为自己的公司制定战略。14
一旦你将一个问题进行了正确分类，就能用最好的方法来解决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计算机和群体智慧在医学、商业和体育等许多领域仍然是未充分利用的决策指南。这就是说，专家至少在这三个领域仍然至关重要。首先，专家们必须创建能够替代他们的系统。塞弗茨帮助设计了比百思买内部预测表现更好的预测市场。在阿什菲尔特出现之前，评价波尔多的红葡萄酒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当然，专家们必须站在这些系统的顶端，根据需要改进市场或公式。
其次，我们需要专家制定策略。我指的是广义的策略，不仅包括日常战术，还包括通过识别相互联系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的创造性过程，即以新的方式组合想法。如何最好地挑战竞争对手的决策，执行哪些规则，或者如何重组现有结构模块以创造新的产品或体验，这些都是专家的工作。
最后，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许多决策涉及心理学和统计学。领导者必须了解他人，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鼓励他人接受自己的决策。
数据比专家更了解你的喜好
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妻子住在纽约市，晚上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们还会去当地的音像店逛逛。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音像店一样，我们去的那家店也有几名员工，他们很乐意根据你以前喜欢的电影和你当时的心情，为你推荐电影，甚至还会时不时地给你推荐一些与众不同的电影。考虑到他们的影片库存相对较少，而且对我们的电影品位了解有限，这些员工还是很有帮助的。
奈飞(13)是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在线DVD租赁公司，它很早就意识到，成功地将用户与电影匹配起来，是提升客户满意度的关键，这也是该业务的活力所在。2000年，该公司推出了一项名为Cinematch的服务，这是一个算法程序，它可以将观众和影片配对。利用消费者的反馈，Cinematch迅速提高了它预测消费者喜好的能力，推动了奈飞超过一半的租赁业务，在让用户满意的同时，减少了对新产品的依赖。但该公司的高管们意识到，Cinematch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在2006年，他们发出了一项挑战：奈飞愿意支付100万美元的奖金，得到一个比Cinematch预测消费者偏好强10%的计算机程序。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奈飞的奖项还在争夺中，领先组比Cinematch的预测能力强9.80%。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一些非常伟大的人正在努力解决的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其价值远低于它对奈飞的价值。奈飞的高管们坦率地表示，一个成功的算法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其次，Cinematch，或者任何最终取代它的程序，比纽约市的音像店店员要好得多。15
奈飞的算法给出的推荐与当地音像店店员给出的建议，其品质存在着天壤之别，这说明了本章介绍的第一个决策错误：使用专家而不是数学模型。我承认，这个错误令人难以接受，令各类专家颜面扫地。但它也是社会科学中记录最全面的发现之一。
1954年，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保罗·米尔（Paul Meehl）出版了一本书，回顾了他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临床判断与线性统计模型进行比较的研究。他确保这些分析都是认真完成的，因此他确信比较是公平的。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统计方法超过了专家的表现或与专家的表现相当。1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完成了一项关于专家预测的详尽研究，其中包括来自60个国家的300名专家在15年间做出的2.8万个预测。泰洛克要求专家们预测政治和经济结果，这些是具有大量结果的概率领域。泰洛克总结了他的研究结果，并直截了当地说：“在任何领域里，人类都不可能明显地胜过简略的外推算法，也就是不那么复杂的统计算法。”17
尽管这些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且给出了充分的证据，但人们在很多领域依赖专家的做法几乎没有改变。事实上，大多数人很难将大量的统计证据运用到眼前的判断中。当你面临决策时，问问自己，你是更愿意从Cinematch还是从音像店柜台后面的店员那里得到下一次的电影推荐。你现在知道你从哪里能获得更多的观影乐趣了。
群体智慧更适合解决复杂的问题
百思买的例子“一群只掌握有限信息的非专家比专家的表现更好”，揭示了本章的第二个决策错误：依靠专家而不是群体智慧。要理解为什么群体通常是明智的，我们需要深入观察群体智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然，有的时候群体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但在继续了解之前，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群非专家比公司内部的专家预测得更好呢？
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是一位社会科学家，研究由群体解决的问题，他为理解群体决策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他称之为“多样性预测定理”（diversity prediction theorem），该定理的内容是：18
群体误差＝平均个体误差-预测多样性
该定理使用平方误差法作为度量准确性的方法，这是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研究人员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因为它确保了正负误差不会相互抵消。19
平均个体误差反映了个体猜测的准确性。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度量能力的手段。预测多样性反映了猜测的分散性，或者猜测的差异性。当然，群体误差仅仅是正确答案和平均猜测之间的差异。斯科特在他的《多样性红利》(14)一书中深入讨论了多样性预测定理，并给出了该定理的许多实际应用场景。
我通过让学生猜测罐子里的软糖数量来说明多样性预测定理，并向他们展示群体误差、平均个体误差和预测多样性。例如，有一年，学生们的平均猜测是1 151颗软糖，而实际数字是1 116颗，误差约为3%。平均每个人相差了约700颗软糖（而且猜测并没有呈钟形分布）。但多样性足够高，足以抵消大多数个体误差，只留下一个小的群体误差。
多样性预测定理告诉我们，多样化的群体总是能比群体中的普通个体做出更准确的预测。不是有时，而是总是。这表明我们应该保持谦虚，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平均水平，当然也不认为自己低于平均水平。然而，在现实中，肯定有一半的人低于平均水平，所以，如果你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么你应该找出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群体准确性等于个体能力与群体多样性之和。你可以通过增强个体的能力或增加多样性来减少群体误差。个体的能力和多样性都很重要。这对于衡量市场的健康程度或组建一个成功的团队是有意义的。20
最后要说明的这一点虽然定理中没有明确说明，但群体往往比最好的个体表现更好。因此，一个多样化的群体总是比群体中的普通个体好，也经常比群体的所有人好。在软糖实验中，73名学生中只有2个人的表现比大家的共识要好。这对专家来说不是好消息，对所有决策者来说都是极大的羞辱。
有了多样性预测定理，当群体预测良好时，我们就能安心。要想让群体预测表现良好，必须满足3个条件：多样性、汇总和激励。每个条件都要进入方程。多样性减少了群体误差。汇总确保了市场考虑每个人的信息。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自己有预测能力的时候才去参与，这有助于减少个体误差。
显然，群体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你的水管需要修理，找一名水管工比找一个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和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一起来解决要好得多。但是，当问题很复杂且可指定的规则无法解决时，群体通常比专家更有价值。
可以相信直觉，但要经过训练
一项调查显示，《财富》1000强公司的高管中，近一半的人说他们依靠直觉做决策。事实上，畅销书推崇直觉，而商业和医学界则特别推崇凭直觉做出看似神秘的决策。21这里只有一个问题：直觉并不总是靠得住。这个想法引入了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个决策错误：不恰当地依赖直觉。直觉在决策中起着明确而积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认清直觉什么时候对你有用，什么时候会把你引入歧途。
想想丹尼尔·卡尼曼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描述的两种思考系统。系统1是经验系统，它“快速、自动、不费脑力、具有联想能力且难以控制或修改”。系统2是分析系统，它“较慢、连续、需要耗费脑力和刻意控制”。
在卡尼曼的模型中，系统1使用感知和直觉来产生对物体或问题的印象。这些印象是无意识产生的，个体可能无法解释它们。卡尼曼认为系统2就包含在所有的判断中，不管个体是不是有意识地做出决策。直觉是一种反映印象的判断。22
通过在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实质性的、有目的的练习，专家们可以训练并填充他们的经验系统。因此，国际象棋大师可以非常迅速地判断棋盘上的位置，而运动员知道在特定的比赛情况下该做什么。专家们有效地将他们所处理的系统的显著特征变成他们意识的一部分，将注意力用在更高层次的分析性思维中。这就解释了专家的一些普遍特征，包括：23
·　专家能够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感知模式。
·　专家解决问题的速度比新手快得多。
·　专家比新手看待问题更深入。
·　专家能够高质量地解决问题。
因此，直觉在稳定的环境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种环境中，条件基本保持不变，例如棋盘和棋子，因此反馈是清晰的，因果关系是线性的。当你要处理的是一个变化的系统，尤其是有相变的系统时，直觉是不起作用的。尽管直觉有着近乎魔法的含义，但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它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再次强调一点。我建议人们通过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来训练他们的经验系统，从而成为专家。刻意练习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含义：它包括设计用来提高表现的活动、可重复的任务，并且包含高品质的反馈，但不太有趣。大多数人，甚至是所谓的专家，都远远无法满足刻意练习的条件，因此也无法培养拥有可靠的直觉必备的能力。24
利用群体智慧也要有所节制
虽然我赞扬了计算机和群体的优点，但我还是要在本章要介绍的最后一个错误中提出警告：过于依赖基于公式的方法或群体智慧。虽然计算机和群体可以是非常有用的，但还没有到你可以盲目信任的地步。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所说的“不匹配问题”就是过分依赖数字的一个例子。25当专家们使用表面上客观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的表现时，你马上就会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许多情况下，专家所依赖的指标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预测价值。
不匹配问题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的做法。许多联盟会在选秀前召集有潜力的业余选手，在球探的细心观察下，让他们进行一系列旨在评估技能的测试，包括举重、跑步、敏捷性训练等身体活动和心理测试。然后，组织者根据每位选手的表现对其进行排名。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相对好的或坏的表现明显会影响一个球员的选秀位置，从而影响他未来的预期收入。职业体育联合会压力大、成本高、耗时。
但在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成绩的详细回顾中，商业学教授弗兰克·库兹曼斯（Frank Kuzmits）和亚瑟·亚当斯（Arthur Adams）发现，综合排名与随后的表现之间没有一致性的关系。有一个例外：冲刺速度有助于预测跑卫（running back）(15)的表现。26曲棍球和篮球联合会的结果是相似的。虽然量化和标准化了，但结果只是度量了错误的东西。
格拉德威尔认为，不匹配问题远远不止存在于运动领域。他引用了教育界、司法行业和执法人员的例子，比如学历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学生的表现，以较低的平权法案标准被法学院录取的人，毕业后的表现和同学们一样好，身材魁梧的警官可能不适合从事过多涉及人际关系的工作。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延伸到各种工作的面试中去的，因为面试中的问题和答案很少能反映你的预期表现。
对群体智慧的盲目信任也是愚蠢的。尽管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辩称，价格反映了现有最准确的评估，但市场极其容易出错。这是因为，当违反了群体智慧3个条件（多样性、汇总和激励）中的一个或多个时，群体误差就会增加。毫不奇怪，多样性是最可能无法满足的条件，因为我们天生具有社会性和模仿性。2008年，认为大布朗将赢得贝尔蒙特锦标赛的呼声越来越高，就是多样性崩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时代股市的过度繁荣，以及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一样。
科学家们在理解导致多样性崩溃的过程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当人们根据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决策时，就会出现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s）。这些级联有助于解释繁荣、时尚、流行和崩溃。研究个体或组织如何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理解这些级联如何在庞大的群体中扩散。27
在较小的群体中也会出现多样性崩溃。如果你曾经是委员会、陪审团或工作组的一员，你可能见过这种情况。多样性的丧失通常是由于群体中存在占主导地位的领导者、事实的缺失，或者认知的同质性。为了说明后者，哈佛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16)和一些同事将自由派和保守派分成志同道合的两组，让他们就同性婚姻和平权法案等存在争议的社会性问题展开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小组最后达成的观点比大多数人在讨论前的访谈中表达的观点更为极端。在与小组成员相处一段时间后，个体的观点变得更加一致。没有多样性，群体无论大小都可能大错特错。28
如何避免专家限制，做出正确的决策
1．用最合适的方法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正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那样，各种各样的决策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所以要认真考虑你正在做什么样的决策，什么样的方法对你最有帮助。我们知道的是，专家在很多情况下都做得不好，建议你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补充专家的观点。
2．寻求多样性。菲利普·泰洛克的研究表明，尽管专家的预测总体上很差，但有些预测会比其他预测好。预测能力高超不取决于专家是谁或者他们相信什么，而是他们怎么想。通过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书中借用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诗句，泰洛克将专家分为刺猬和狐狸。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并试图通过它来解释一切。狐狸往往对很多事情都只知道一点点，对于复杂的问题也不会只给出一种解释。
泰洛克发现，相较刺猬，狐狸是更好的预言者。狐狸通过将“多样的信息来源”拼接在一起来做决策，它们相信多样性的重要性。当然，刺猬偶尔也是正确的，而且经常是引人注目的，但总体来说，它们的预测能力不如狐狸。29对于许多重要的决策，多样性在个体和群体层面都非常关键。
3．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技术。就像百思买和哈拉斯赌场所做的那样，利用技术来抵消专家带来的限制。虽然使用计算机和数据来解决问题的组织在增加，但整体数量仍令人遗憾。
面对蜂拥而至的求职者，谷歌公司意识到大多数面试都是没有价值的，于是决定创造一种算法来识别引人注目的潜在员工。首先，该公司让经验丰富的员工填写了一份包含300个问题的调查问卷，以了解他们的任期、行为和个性等细节。该公司随后将调查结果与员工表现评估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这些发现中，谷歌的高管们认识到学术成就并不总是与工作表现相关。这种新颖的方法使谷歌能够回避无效面试这一问题，并开始处理这种矛盾。30
有时，组织不会利用已经可用的和相关的信息。我曾与美国红十字会负责灾难服务的高管一起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他负责对国家灾害进行准备和做出反应。他讲述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救灾工作的惊人故事，并提到了即将面临的其他风险。根据那天早上我从一个预测市场收集到的价格信息，我在讲话中表达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灾难——禽流感的传播、恐怖活动以及飓风出现的频率。
我的话显然引起了这位高管的兴趣，他在正式会议结束后很快找到了我。我所讨论的灾难正是他需要操心的事，但他永远无法及时判断它们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缺少的组件只是意识到有现成可用的数据。

你可以在书架上放满赞美群体智慧、直觉、数字运算或专家的书。但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者，你的首要任务是找出问题的本质，然后考虑如何最好地解决它。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所以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专家限制是真实存在的。技术正在使决策者获得有价值的见解，一些组织正在转向新的方法来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信息。但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把之前由专家做决策的工作交给计算机或群体时，会感觉十分不适。虽然对专家不利的证据明显而确凿，但人性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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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人的启动效应、默认选择、情感和行为影响着我们如何做决策，而且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些。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者知道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影响存在，并努力成功地管理它们。


那个名叫托尼、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是最后一个回答的。他眉头紧锁，显得很紧张。“我也一样。”他并不确定地答道。托尼的这种错误回应，为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群体压力下的从众性研究”提供了证据。
阿希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进行了这些实验。他召集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群体。真实受试者不知道的情况是其他7名受试者是实验人员事先安排的。阿希要求他们完成一项琐碎的任务，即从3条长度不等的直线中选取一条来匹配给定长度的直线。这个过程很简单，在控制组做出回答时，受试者的答案几乎没有错误。然后，阿希开始了实验，提示事先安排的受试者给出错误的答案，看看最后一个回答的受试者会做何反应。虽然有些人仍然坚持己见，但约有1/3的受试者认同群体的错误判断。1这个实验表明，群体决策，即使是那些明显很糟糕的决策，也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决策。
人们经常会提到阿希的实验，大多数讨论这个实验问题的人只是指出了个体的从众程度。但真正的问题是：那些从众者到底在想些什么？阿希对此也感到疑惑。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三个描述性的分类来解释从众行为：
·　判断扭曲（distortion of judgment）。这些受试者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而群体是正确的。
·　行为扭曲（distortion of action）。这些人为了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而不去表达自己知道的东西。
·　认知扭曲（distortion of perception）。这群人没有意识到大多数人的意见扭曲了他们的判断。
阿希认识到，弄清楚为什么人们会从众和发现他们确实会从众一样重要。但由于工具的限制，他没有具体的方法来弄清楚从众背后的心理过程。
50年后，在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室，神经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决定针对阿希的实验换一种形式再做一个实验，他的宏伟目标是确定从众个体的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伯恩斯将任务从匹配线条改为判断一个三维图形在旋转一段时间后与之前的图形是否相同，见图4-1。虽然比阿希的任务要困难一些，但在控制组的实验环节，受试者的答案90%是正确的。与阿希的结果相似，伯恩斯发现，即使有些个体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当群体给出错误答案时，大约有40%的人会从众。2
[image: ]图4-1　阿希实验的变化形式——旋转的三维图形
资料来源：Biological Psychiatry, Gregory S. Berns, Jonathan Chappelow, Caroline F. Zink, Giuseppe Pagnoni, Megan Martin-Skurski, and Jim Richards, “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Social Conformity and Independence During Mental Rotation,” June 22, 2005，已得到生物精神病学学会的允许。

伯恩斯拥有一些阿希望尘莫及的东西——一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让伯恩斯可以通过观察受试者的大脑来测试阿希的描述性分类。对于判断扭曲或行为扭曲，你会认为是前脑的活动，而认知扭曲会发生在大脑后部，即控制视觉和空间感知的区域。
可能与你的预期相反，科学家看到从众受试者大脑中负责心理旋转区域的活动。这表明，群体决策影响受试者的认知。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没有发现大脑额叶的活动发生明显的变化。额叶是与判断或行为等高级精神活动相关的区域。伯恩斯认为，群体的错误答案在从众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形象，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伯恩斯说，“但是眼见就是相信群体告诉你要相信的。”3
面对群体的错误反应时，那些坚持己见的人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这些受试者的杏仁核中的活动增强，该区域负责发送信号，为立即采取行动做准备。恐惧是杏仁核最有效的触发器，会引发“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因此，那些坚持己见的受试者的大脑活动表明，虽然坚持己见是值得称赞的，却是不愉快的。4
伯恩斯为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黄金时间》（Primetime）做了一项在电视上播放的研究，托尼就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伯恩斯从大街上招募了一些人，将他们分成6人一组，并在直播的情况下重复了这个实验。托尼是伯恩斯所在的组中的受试者。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托尼的旋转任务的正确率达到90%，但在面对群体的错误答案时，他的正确率竟下降到10%。“你懂的，5个人都看到，而我没有。我只是随大流。”托尼在实验后说。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5
无意识影响下的决策
本章的核心信息是，我们所处的情境极大地影响了决策。接下来的错误尤其难以避免，因为这些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层面的。面对潜意识的压力，做出好的决策需要掌握非常多的背景知识，并且需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当你读到“宝藏”这个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感觉好吗？你会想到什么画面？你是否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反复思考“宝藏”会让你的心情稍微变得愉快。我们的大脑会很自然地把各种想法联系起来。因此，如果有人给了你一个提示，比如一个词、一种气味、一个符号，你的大脑通常就会开始联想。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提示将影响等待在道路尽头的决策。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你的感知之外。6
周围的人也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而且通常是有充分理由的。社会影响的产生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一个花哨的短语意味着某人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在这些情况下，模仿是有意义的，因为信息升级能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
同伴压力，或者想要成为群体一员的愿望，是社会影响产生的第二个原因。为了更好地进化，人类喜欢成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一个由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集合，自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评估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7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已经反复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在近20个国家做了100多次阿希实验，并发现了不同地理区域的从众水平相似。当然，从众也是多样性崩溃的要因，导致了不健康的群体行为。
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创造了“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人们倾向于用个体的性格而非实际情境来解释行为。我们很自然地把坏行为和坏性格联系在一起，除非是评估自己的行为。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不良行为解释为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8
也许情境力量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它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于那些正在做重要决策的人来说，情境的负面影响尤其令人担忧。人类所知的一些最严重的暴行，就是源自把普通人置于恶劣的情境中。虽然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处的环境无关，但证据强烈地表明并非如此。
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决策错误在不同文化和时间里都是普遍适用的。但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的研究表明，东方人和西方人对行为产生原因的理解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哲学传统形成了对社会事件的两种不同看法。东方人给出的解释更多的是情境性的，而西方人则更关注个体。这导致了一系列潜在的认知差异，包括注意力模式（东方人习惯关注环境，西方人习惯关注事物），对控制程度的信念（西方人认为他们更能控制局面），以及对变化的假设（东方人对改变持更开放的态度）。9
一项关于媒体如何处理两起先谋杀后自杀案件的研究，凸显了东西方的认知差距。1991年秋，一名物理系学生在一场有奖比赛中失利，由于申诉失败，他可能无法保住一份做学术研究的工作。于是，他去物理系的办公室枪杀了他的指导教师，也就是处理申诉的人，然后自杀。两周后，一名邮政工人失业了，申诉失败，也找不到工作。他冲进邮局，枪杀了审查他的申诉的上司，然后自杀。
研究人员比较了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英文日报）和《世界日报》（World Journal，中文报刊）(17)，看看是否存在认知差异。他们发现西方媒体主要关注行凶者的性格缺陷和问题，比如“脾气很坏”“精神不稳定”，而东方媒体则强调关系和社会背景，比如“与他的导师相处不好”“受到得克萨斯州近期大量杀人事件的影响”。对东西方大学生的后续调查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虽然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容易受到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但这种倾向在东西方文化中是明显不同的。10
音乐会影响你对酒的选择吗
想象一下，你正漫步在超市的过道上，看到了摆在旁边的法国葡萄酒和德国葡萄酒，它们的价格和品质都差不多。你快速比较了一下，把一瓶德国葡萄酒放进了购物车，然后继续购物。结账后，一位研究人员走过来问你为什么买德国葡萄酒。你提到了酒的价格、涩度，以及你期待它能为你正着手安排的一顿饭增色。然后研究人员问你是否注意到了正在播放的德国音乐，以及它是否对你的决策有任何影响。像大多数人一样，你承认听到了音乐，但声明这与你的选择无关。
这个场景是以实际的研究为基础，研究结果揭示了本章要介绍的第一个错误：相信我们的决策与经历无关。在这个测试中，研究人员将法国葡萄酒和德国葡萄酒放在一起，旁边还插有小国旗。在两周的时间里，科学家交替播放法国手风琴曲和德国小酒馆里播放的曲子并观察结果。当播放法国音乐时，法国葡萄酒的销售额占比77%，当播放德国音乐时，消费者选择德国葡萄酒的比例为73%，见图4-2。音乐对促成购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消费者并不这么认为。
[image: ]图4-2　音乐在潜意识层面影响购买决策
资料来源：Adrian C. North, David J. Hargreaves, and Jennifer McKendrick, “In-store Music Affects Product Choice,” Nature 390 (November 13, 2007), 13.

尽管顾客承认音乐让他们想起了法国或德国，但86%的人否认音乐对他们的选择有任何影响。11这个实验是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的一个例子，心理学家将其正式定义为“当前情境下偶然激活的知识结构”。12换句话说，通过感官进入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即使在逻辑上看起来两者完全不相关。启动效应并不局限于音乐。研究人员还利用文字、气味和视觉背景等手段来操纵行为。例如，研究表明：
·　在看到与老年人相关的词后，受到影响的受试者比看到中性词的受试者走起路来速度要慢13%。13
·　闻到万能清洁剂的气味促使受试者在吃脆饼的同时更加注意保持环境的整洁。14
·　在浏览描述两款沙发模型的网页过程中，当受试者看到蓬松的云彩背景时，会选择更舒适的沙发，而当他们看到硬币背景时，则会选择更便宜的沙发。15
如果你在聚会上提到启动效应，有人会不可避免地提到潜意识广告，比如为了增加销量而在影片放映前快速播放的食品广告。这个花招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启动物和受试者的情境目标之间的联系通常太弱了。当你坐在影厅的座位上时，你的情境目标是看电影，而不是选择软饮料品牌。要想使启动效应起作用，联想必须足够强大，个人必须处于联想能够激发行为的情境中。
默认选项，助推的作用
你赞成器官捐献吗？你是否已同意成为器官捐献者？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活在哪个国家。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例，只有12%的德国人明确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而几乎100%的奥地利人都表示假定同意，见图4-3。区别在哪里？在德国，你必须选择加入，成为捐献者。在奥地利，你必须选择退出，以避免成为捐献者。同意程度的差异与捐献的态度关系不大，与默认捐献方式关系更大。差异转化成了挽救的生命数量；在选择退出的国家，器官捐献的实际比例要高得多。16
[image: ]图4-3　“选择加入”和“选择退出”政策对同意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Eric J. Johnson and Daniel Goldstein, “Do Defaults Save Lives？”Science 302(November 21, 2003), 1338-1339.

捐献者的统计数据指向了第二个错误：人们认为什么是自己最好的选择，这一想法与对应的选项是如何呈现的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许多人只是使用了默认选项。这适用于各种各样的选择，从像新手机的铃声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到储蓄、教育选择和医疗选择等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把选择的呈现方式和最终决策之间的关系称为“选择架构”。他们有理有据地指出，只是设置一下选项的顺序，就可以轻易地促使他们做出特定的决策。17
组织选择的人，为决策创建了环境。由于很多人选择默认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好是坏，选择架构师都可以影响大型团队的决策品质。塞勒和桑斯坦提倡一种他们称之为“自由意志的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默认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好的选择，但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脱离默认选择。前一种选择类似“家长制”，后一种选择类似“自由意志主义”。选择架构师无处不在，比如医生、商人和政府官员，他们的工作技能和意识各不相同。
一位在演讲圈很受欢迎的心理学家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明选择架构仍然被低估了。当公司打电话邀请他演讲时，他会给出两种选择：要么付给他固定的费用，然后得到一个标准的演讲，要么不给他任何报酬，但条件是与他一起改进选择架构的实验，例如重新设计表格或网站。选择后一种，心理学家得到的好处是，获得选择架构更多真实的结果，而对公司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因为改进的架构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会远远超过他的演讲“费用”。但他遗憾地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公司接受他的实验方案。
我喜欢X，因此我决定支持X
你认识经常买保险和买彩票的人吗？如果认识，你可以把他们描述成普通人，同时也是违反期望效用原则的人。购买保险和彩票的人犯了第三个错误：依赖于对风险的即时情绪反应，而不是对未来可能结果的公正判断。18利用反应快速、依靠经验的系统1和反应较慢、依靠分析的系统2之间的区别是，当经验系统凌驾于分析系统之上时，这个错误就出现了，导致人们做出与理想情况相去甚远的决策。
这一中心思想叫作情感，即对刺激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印象对决策的影响。它的基本概念是，我们对某件事的感觉会影响对它的决策。情感反应迅速而无意识地发生，难以管理，而且超出了我们的意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琼克（Robert Zajonc）所说：“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在许多决策中，情感起的重要作用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有时会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进行决策，并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少发生。很多时候是‘我决定支持X’只不过是因为‘我喜欢X’”。19情感是情境性的，因为它通常伴随着鲜明的结果或特定的个人经历。20
对情感的研究揭示了与概率和结果相关的两个核心原则。首先，当一个机会的结果没有强烈的情感意义时，人们就会过分地看重概率。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举了一个例子。他让一组人对一个能挽救150条生命的系统进行评分，让另一组人对一个能挽救150条生命中98%的系统进行评分。尽管拯救150条生命的系统显然更好，但结果是能拯救98%的生命的那个选项得到了更高的评分。原因是，第一组人在150这个数字中没有发现什么情感价值。而98%接近100%这种理想情况，因此情感价值更强。因此，概率在评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21
相反，结果鲜明时，人们较少关注概率，会过多地关注结果。例如，彩票玩家对于中奖概率是千万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因为彩票的奖金数额如此之大，包含着如此多的情感意义。这种对概率的不敏感性就是人们同时买彩票和保险的原因：彩票收益或财产损失所承载的情感价值超过了与之相关的中奖或损失的概率。
留心你的周围
“普通人在完成他们的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心怀任何特别的敌意，也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过程的执行者。”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8)写道。22他的话总结了他从“服从权威”的著名研究中得到的重要教训。米尔格拉姆师从阿希，指出在某些环境下，受试者会屈服于权威，用高强度电击来惩罚另一个实验参与者。当然，电击是假的，尽管实验受试者自己并不知道，但在实验监督者的权威监督下，大多数人都顺从地完成了会令对方感到痛苦的电击。受试者使用的电击强度比实验前各小组预测的要高，大约有一半的受试者继续执行了强度最高的电击，而电击器上明明标注着XXX伏电压，这种情况真令人痛心。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心理学家杰里·伯格（Jerry Burger）完成了一项修正实验，其结果与米尔格拉姆在几十年前所做实验的结果相似。23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引出了本章的最后一种错误类型：用性格来解释行为，而不是考虑实际情境。这是对基本归因错误的重申。关键的一点是，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通常并不承认情境的强大作用。群体意识和环境的结合为严重偏离规范的行为奠定了基础。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在1971年做过一项实验，在展现情境的力量方面，该实验与阿希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齐名。首先，津巴多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一项为期两周的监狱实验招募志愿者，报酬为每天15美元。他对70名申请者进行了心理和身体测试，最终选出了24名来自加州帕洛阿尔托地区的身体健康、心理稳定的中产阶级男性学生。
通过抛硬币，津巴多选出一半的志愿者扮演囚犯，另一半扮演狱警。一天早上，帕洛阿尔托的一辆警车来接这些囚犯，“指控”他们犯有持械抢劫和入室盗窃罪。这些狱警要做的是3班倒、每班8小时的工作。
在监狱顾问的帮助下，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所在大楼的地下室建造了一座监狱。到达监狱后，狱警和典狱长采取各种手段羞辱、折磨和压迫囚犯。
虽然津巴多随机指定了角色，但环境显然塑造了受试者的行为。他注意到志愿者开始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囚犯们尝试了各种策略来占狱警的便宜并试图逃跑，而狱警们则密谋如何控制囚犯。由于担心狱警对囚犯施行过多的虐待，津巴多对这种情况的道德性提出了质疑，并在5天之后结束了研究。24
津巴多解释了导致这种情境发挥如此强大作用的因素。首先，情境力量最有可能出现在此前没有行为准则的新环境中。其次，规则可能是通过相互影响而产生或是预先确定好的，它可以创造一种控制和压制他人的手段，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只要符合规则，就是合理的。最后，当人们被要求长时间扮演某个角色时，他们承受的风险就是，可能无法抽离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角色将人们与他们的正常生活隔绝开来，并适应他们通常会避免的行为。最后，在导致消极行为的情境下，通常会出现一个敌人，也就是外部群体。当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都不再关注个体时，这一点尤为明显。25
津巴多在他介绍情境力量的作品《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的结尾，以一种鼓舞人心的方式，提出了抵制不受欢迎的社会影响的建议。大多数建议的核心都传达出相同的信息：留心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拒绝改变是由于惯性的力量
惯性，或者是对改变的抗拒，也显示了情境是如何影响现实世界的决策的。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问题的常见回答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个人和组织使不良做法长期存在，即使这种做法原来的用处已经消失或出现了更好的方法。情境使人们无法用新眼光来看待老问题。
1990年，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接任金宝汤（Campbell Soup Company）首席执行官时，该公司的股本回报率和收益增长等财务指标远远落后于同行。约翰逊不停地考虑任何能带来更高回报和增长的业务变革。在回顾公司的经营情况时，他注意到该公司每年秋季的番茄汤促销活动，番茄汤是该公司利润丰厚的旗舰产品。约翰逊怀疑这个活动是在浪费钱，他问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主管回答说：“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我们总是会在秋季进行促销活动。”
约翰逊做了更多的调查。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宝（Campbell）决定种植自己的农产品以确保其品质。在番茄收获的8周时间里，该公司投入全部产能生产番茄汤和番茄汁。在收获季结束的时候，金宝汤的库存已经达到了顶峰，而此时距离番茄汤需求旺季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公司开始进行促销活动来减少库存。
自然，从最初做出决定到约翰逊完成调查之间的近80年里，金宝汤公司已经提前寻找足够一整年使用的番茄货源，从而避免了季节性库存的激增，也就消除了促销的需要。但秋季的促销活动却被保留了下来，这是先前时代留下的一种不经济的痕迹。为了克服惯性，具有传奇色彩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建议问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做，在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下，还会去做吗？”26
规定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惯性。包括医生在内的大多数人认为医学是一门手艺，医生根据患者的需要诊断和治疗他们。创建严格的程序，比如飞行员的检查清单，会令人感觉过于严格了。然而，使用检查清单可以帮助医生挽救生命。这并不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他们并非总是遵循应该遵循的所有步骤。当被问及为什么医生一般都不使用检查清单时，曾经当过医生的约瑟夫·布里托（Joseph Britto）打趣道：“医生不像飞行员，他们不会和飞机一起坠毁。”27
外科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20)博士解释了规则惯性如何抑制了良好的决策，即使其结果事关生死。28葛文德在其著作《清单革命》中谈到了彼得·普罗诺弗斯特（Peter Pronovost）博士。普罗诺弗斯特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麻醉师和危重病护理专家。普罗诺弗斯特的父亲死于一场医疗事故，这促使他毕生致力于确保患者的安全。他谨慎地开始进行五步检查清单中的每一项，以帮助预防因给患者使用型号较大的留置针而导致的感染。在美国，医疗专业人员每年为大约500万患者使用留置针，其中大约4%的患者在一周半内感染。治疗这些患者的额外费用大约是30亿美元，这些并发症造成了2万至3万例可预防的死亡。
普罗诺弗斯特的清单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它只是医生们多年来被要求遵循的标准步骤的一种体现。尽管如此，普罗诺弗斯特发现，医生们对大约1/3的患者至少跳过了一个步骤，通常是因为医生们忙于处理更紧迫的问题。所以，他说服医院管理者让护士们确保医生们遵守所有的步骤。当医生们偏离轨道时，会有护士把他们拉回正轨。
普罗诺弗斯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开始了这个项目，那里的感染率直线下降。医院管理人员估计，在最初的几年里，使用检查清单这一个程序就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节省了数百万美元。
受这些结果的鼓舞，普罗诺弗斯特说服了密歇根州医疗与医院协会（Michigan Health & Hospital Association）采用他的检查清单。此前，该州的感染率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但在使用检查清单仅仅3个月后，该州的感染率下降了2/3。该项目在最初的18个月里拯救了大约1 500个生命，节省了近2亿美元。
普罗诺弗斯特的工作没有被忽视，其他州也开始考虑使用这个项目。他入选了《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他还获得了享有盛誉的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但后来惯性阻碍了这一切。
2007年年底，美国一个名为“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联邦机构指控密歇根的项目违反了联邦法规。该机构给出的理由令人费解：检查清单是对医疗保健的一种修改，类似于一种实验性药物，只有在联邦监督和获得患者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尽管该机构最终允许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但对联邦法规的担忧毫无必要地拖延了该项目在美国其他地方的推进。官僚主义的惯性战胜了更好的方法。
如何摆脱情境控制，做出正确的决策
1．意识到你所处的情境。你可以从两方面考虑这个问题。一个是意识的元素，你可以通过关注过程，将压力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成为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架构师，并确保分散鼓励消极行为的力量，在你自己的环境中为做决策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
然后是应对潜意识的影响。要想控制这些影响，需要意识到这些影响，并且要有解决它的动机，以及致力于解决可能的错误决策的意愿。在现实世界中，满足这3个控制条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可以从意识开始。29
2．先考虑情境，再考虑个人。这个概念被称为归因的慈悲（attributional charity），它坚持认为，你评估他人的决策时，首先从情境出发，然后再转向个人，而不是反过来。虽然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根据情境做出决策，但大多数人始终低估了情境在评估我们看到别人做出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尽量不要犯基本归因错误。30
3．注意制度性强制力。著名投资者、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21)创造了“制度性强制力”（institutional imperative）一词，用来解释企业“无意识”模仿同行行为的倾向。这种强制力通常有两个潜在的驱动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公司想成为内部群体的一部分，就像个人一样。因此，如果某一行业的一些公司正在进行合并、追求增长或进行地域扩张，其他公司就会忍不住效仿。第二个因素是激励。高管们通常会与团队步调一致，因为这样做能获得金钱方面的好处。当决策者通过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而赚钱时，这种吸引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31
举一个《金融时报》2007年采访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时提到的例子，当时金融危机尚未爆发。“音乐一停，事情就复杂了，”普林斯说，这表明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预感，“但只要音乐还在演奏，你就得站起来跳舞。”32制度性强制力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好的舞伴。
4．避免惯性。定期回顾你的流程，并询问它们是否正在为目标服务。组织有时会采用固定的惯例和结构，阻碍了积极的改变。例如，在美国，教育改革的努力遇到了来自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阻力，他们更喜欢维持现状。

我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决策者。我们权衡事实，考虑各种选项，并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当我们在做决策和采取行动时，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他人的影响。我们说服自己，认为自己凭借的是事实和经验，而不是周围那些人的行为。
很遗憾，现实与我们的认知完全相悖。无论在医务办公室、会议室还是法庭上，决策都是一种固有的社会活动。周围人的启动效应、默认选择、情感和行为影响着我们如何做决策，而且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些。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者知道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影响存在，并努力成功地管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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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我们周围围绕着更多的复杂适应系统，但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变得更善于理解它们。想弄清楚因果关系的愿望促使我们在错误的层面上理解系统，从而导致可预见的错误。尽管部分级别的表现笨拙，但复杂适应系统通常在系统级别上表现得很好，这是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经常不能理解的一点。相反，当善意的个人试图管理系统以实现特定目标时，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导致失败。所以，如果你处理的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请确保你仔细设定了系统级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在推进部分级的改变时应谨慎进行。


斯坦福大学研究蚂蚁行为的生物学家德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说：“如果你观察一只蚂蚁试图完成某件事，你会发现它多么无能。”但她很快又补充道，“蚂蚁并不聪明，但蚁群聪明。”1蚂蚁、蜜蜂和白蚁等群居性昆虫是自然界最神奇的生物之一。这些看似简单的物种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繁盛了数千万年。种群成功地进食、战斗和繁殖，每只昆虫都遵循简单的规则，根据局部信息行事，而对整个种群的情况一无所知。
人类更加等级分明，习惯依赖专家。比如，你是怎么发现你现在的家的？你可能会找到一个房产经纪人，他会向你展示一个又一个地点，直到你找到一个位置合适、大小合适、价格在你预期范围内的房子。利用对市场的概要知识和你的需求，房产经纪人为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卖家。
那么，你如何为成千上万个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呢？
蜜蜂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暮春的临近，蜂后和大约一半的繁殖力旺盛的蜂群离开去建立一个新的蜂群。蜂群有一万多只蜜蜂，它们首先停在附近的一根树枝上，在那里蜜蜂形成胡须状的蜂群。最后，它们一起飞往新家，通常是远处一棵梦寐以求的空心树。
养蜂人观察蜂群的这种聚集过程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却仍不知道蜜蜂是如何做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门研究蜜蜂行为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西利（Thomas Seeley）和柯克·维斯谢尔（Kirk Visscher）设置了控制条件并仔细研究了蜂群是如何找到新家的。科学家们带着成群的蜜蜂来到了缅因州海岸的一座孤岛上，每只蜜蜂都被做了标记以便识别。然后，科学家们设置了5个箱子供蜜蜂选择，其中包括一个具有理想大小、高度和朝向的蜜蜂住所。岛上几乎没有树木，这就限制了蜂巢的选址，也保证了蜜蜂会在这几个具有不同吸引力的箱子中进行选择。
西利和维斯谢尔发现只有几百只蜜蜂去侦察和评估它们的选择。当去侦察的蜜蜂返回蜂群时，每只找到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可能的家的蜜蜂都会跳一段8字形的摇摆舞。舞蹈时它们的头与太阳之间的角度指示地点，持续时间反映地点的品质。地点越好，舞蹈的时间越长。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让科学家们感到惊讶的是：飞往新家的决策并不是在蜜蜂的露营地产生的。如果你有一种关于群体智慧的思维定式，你可能会这样想。相反，蜜蜂在未来的筑巢地点做出选择。一旦侦察蜂在可能的家附近看到大约15只侦察蜂同伴，它们就会感觉达到了足够的数量。然后它们飞回蜂群，刺激蜂群飞行，并将蜂群引导到新的住所。正如西利总结的那样：“这是一场在可能的地点之间争夺支持的竞赛。哪个地点首先聚集15只蜜蜂，哪个地点就获胜。”惊奇的是，蜜蜂几乎总是能选出最佳的地点。2
从主持委员会会议到解决复杂的组合问题，蜂群可以教我们很多东西。3但为了介绍这一章的决策错误，我想重点谈谈为什么蜂群智慧如此违反直觉：你不能通过分析几个关键个体的决策来理解蜂群的复杂行为。与大多数人类制度不同，这里没有领导者。这是一个没有预算、战略计划和截止日期的世界，所以你无法揣测为什么通过与单个成员交流，团队能如此高效。
事实上，西利和维斯谢尔发现单个侦察蜂的信号都是“极其嘈杂的”，只有当个体聚集在一起时，整个群体才知道该怎么做。4我们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在错误的层次上管理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然而，从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来解释其行为的倾向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
市场观点比个人言论更有意义
让我们定义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并解释为什么它让观察者感到困惑。你可以将复杂适应系统分为3个部分，见图5-1。5首先，有一组异质的主体。这些主体可以是你大脑中的神经元、蜂巢中的蜜蜂、市场中的投资者，或者城市中的人。异质性意味着每个主体都有不同的、不断发展的决策规则，这些规则既反映了环境，又试图预测环境的变化。其次，这些主体相互作用，并且它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结构，科学家通常称这种现象为涌现（emergence）(22)。最后，涌现的结构表现得像一个更高级别的系统，并且具有与底层主体本身不同的属性和特征。
[image: ]图5-1　复杂适应系统的简单描述

想想德博拉·戈登的评论吧。尽管单个蚂蚁是笨拙的，但整个蚁群是聪明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无法根据组成部分去理解系统，促使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写了一篇题为“多带来不同”（More Is Different）的文章。安德森写道：“事实证明，基本粒子的大型复杂聚合物的行为，不能通过简单地外推几个粒子的属性来理解。相反，在复杂性的每一个层次上，都会出现全新的属性。”6如果你想了解一个蚁群，不要问一只蚂蚁，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需要研究整个蚁群。
这个问题超越了复杂适应系统神秘的本质。人类有一个理解因果关系的深切渴望，因为这样的联系可能赋予了人类进化的优势。7在复杂适应系统中，没有通过研究部分来理解整体的简单方法。因此，通过分析系统级别的“果”来找出简单部分级别的“因”，是没有用的。然而，我们的大脑无法做到不去找出一个原因，以减轻一种无法解释的结果的痛苦。8当一个寻求因果联系的大脑遇到一个隐藏因果联系的系统时，意外就会发生。
围绕复杂系统的第一个错误是，不恰当地用个体行为来解释群体行为。这是我在职业生涯早期遇到的。从我开始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一刻起，我就听说一家公司的每股收益是其股价的关键。投资者、高管和媒体仍在鼓吹这一点。但后来，我看到金融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推动股价的是现金流，而不是收益。9那么，推动股价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事实证明，收益和现金流阵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收益阵营每天都在听人们的谈话，包括投资界的闲聊、CNBC的电视节目以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市场的行为。前者关注组成部分，后者关注群体。例如，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即使个体参与者掌握的信息有限，市场也能产生非常有效的价格。就像观察一只蜜蜂不能帮助你理解蜂群的行为一样，倾听个体投资者的声音也不能让你对市场有深刻的了解。10
我曾无数次地向高管们解释，市场的观点远比个人的言论更有意义。相比于听取得到部分信息的个人的意见，通过研究市场，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决策是如何影响经济价值的。这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曾有一项对高管的调查显示，80%的高管会为了达到盈利目标而放弃创造价值的投资。11
这种错误的强调对高管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更多是依赖那些拿着钱办事的高薪顾问的可疑指导，而不是市场的群体智慧。从个人到群体的思维转变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个人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更有说服力。12
遗憾的是，这个错误也出现在行为金融学中。行为金融学是研究心理学在经济决策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领域。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反，行为金融学的狂热者认为，既然个人是非理性的，而市场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市场一定也是非理性的。这就好比说，“我们研究了蚂蚁，可以证明它们是笨手笨脚、不聪明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整个蚁群是笨手笨脚、不聪明的”。但如果“多带来不同”，也确实如此，那么这个结论就站不住脚了。市场非理性并非源于个人非理性。例如，你和我都可能会过度自信，但如果你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买家，而我是一个过度自信的卖家，我们的偏差可能会抵消掉。在与系统打交道时，群体行为更重要。你必须仔细考虑分析的单位，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部分的变动会给整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当你在处理一个由许多相互连接的部分组成的系统时，调整其中一个部分可能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不可预见的影响。以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回想起来，这个公园的困境似乎始于19世纪中期，当探险者在这片约8 900平方千米的大片土地上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的时候。1872年，黄石公园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公园，但公园内的许多野生动物，如麋鹿、野牛、羚羊和鹿，曾一度消失在猎人和偷猎者的手中。所以在1886年，美国骑兵被召集来管理黄石国家公园。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公园的野生动物数量。
经过几年的特殊喂养和良好的对待，麋鹿的数量迅速增加。事实上，由于动物数量过多，出现了过度放牧，消耗了必不可少的植物群，造成了土壤侵蚀。从那时起，一连串事件发生了：饥饿的麋鹿啃食白杨，导致白杨树数量减少，使得海狸的数量减少。海狸建造的水坝对生态系统很重要，因为水坝减缓了溪水的水流速度，防止侵蚀河岸，并且能保持水的清洁以便鳟鱼产卵。没有了海狸，生态系统迅速恶化。
然而，公园的管理者却没有意识到麋鹿数量的激增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事实上，1919年至1920年冬天，在大约60%的麋鹿死于饥饿或疾病之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忽视了食物的匮乏这个原因，错误地将麋鹿的死亡归咎于黄石公园的另一群居住者：食肉动物。
管理者为了控制局势，开始捕杀狼、美洲狮和郊狼（通常是非法和禁止的）。然而，他们杀害的动物越多，情况就越糟糕。食肉动物的数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繁荣和萧条。这只是令管理者们加倍努力，引发了一个病态的反馈回路。到20世纪中期，他们几乎消灭了所有的食肉动物。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1926年射杀了最后一匹狼，但大约70年后又重新引进了它们。13
就这样，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糟糕的监管阐明了围绕复杂系统的第二个错误：处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何会对整个系统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奥尔斯顿·蔡斯（Alston Chase）这样评价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他们扮演上帝的角色已经95年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让公园变得更糟。在试图管理这片美丽的野生区域的过程中，他们似乎被一只可怕的棘轮缠住了，每犯一个错误都会使公园变得更加糟糕，而任何错误都无法纠正。”14
人们早就认识到，即使是出于好意的个体层面的行为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系统层面的后果。15但决策的挑战仍然存在，原因有几个。首先，现代世界的互联系统比以往更多。因此，我们遇到这些系统的频率更高，而且很可能导致更重大的后果。其次，我们仍然试图用对因果关系的幼稚理解来解决复杂系统中的问题。
2008年9月，美国政府允许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的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的立场是，由于市场基本上理解了雷曼兄弟糟糕的财务状况，它可以消化其后果。但雷曼兄弟的破产声明搅乱了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雷曼兄弟的损失比人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因此加剧了全球范围的风险规避。即使被认为是安全的那部分市场，如货币市场基金，也受到了冲击。例如，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一家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主要储备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宣布，由于持有的雷曼兄弟的债务已被抹去，该基金损失了基金持有人的钱。这一消息震惊了投资者，并削弱了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16
这一挑战也波及了其他领域。例如，美国乔治城大学精神病学家默里·鲍恩（Murray Bowen）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和治疗中发现了这个问题。17在医生职业生涯的早期，鲍恩对多个学科的广泛研究使他在看待精神健康问题时比当时的主流观点拥有更开阔的视角。虽然标准的治疗只针对个体，但是鲍恩把患者放在家庭系统的背景下去观察。“鲍恩理论”中提出的理解和治疗个体行为的方法，也相应地将个体行为作为相互作用的家庭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类似的问题在西方医学中也出现了，激励措施以牺牲初级保健医生的利益为代价（整体），催生了更多的专家（部分）。18
明星代言并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效果
改善组织结果的最快方法是什么？许多公司、运动队和娱乐企业都选择了同样的解决方案：雇用明星。乍一看，签下明星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这样可以快速提高业绩。然而，明星们在新角色中的表现往往达不到人们的期望。19我们将要介绍的与系统相关的第三个错误给出了一种解释：没有适当考虑个体周围的系统而孤立地看待个体的表现。
需要澄清的是，均值回归可能是明星表现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一个明星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他周围的人、结构和规范，也就是系统。分析结果需要对个体和系统的相对贡献进行分类，这是我们并不特别擅长的。当犯错时，我们倾向于夸大个体的作用。
这个错误非常严重，因为组织通常会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吸引高绩效的员工，结果却大失所望。在一项研究中，哈佛商学院的3位教授跟踪了1 000多名广受好评的股票分析师长达十余年，并观察了他们在换工作时的业绩变化。他们得出的悲观结论是：“当一家公司聘用明星员工时，明星的业绩会大幅下滑，与之共事的团队的运作效率也会大幅下滑，公司的市值也会下跌。”20招聘组织很失望，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前雇主提供的包括公司声誉和资源在内的基于系统的优势。雇主们还低估了明星员工以前的成功所仰赖的人际关系、其他员工的素质以及对过去流程的熟悉程度。
这3个错误都有一个根源：只关注复杂适应系统的孤立部分，而不重视系统动力学。鉴于技术、社会和环境变化正在加速这一事实，可以肯定的是，你将会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复杂系统。
如何应对复杂系统，做出正确的决策
1．在正确的级别考虑系统。记住“多带来不同”这句话。最常见的陷阱是通过外推个体施动者的行为来理解系统行为。如果你想了解股票市场，就从市场的级别来研究它。把你从个人身上看到和听到的东西看作趣闻，而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同样，请注意，系统外部个体的功能可能与系统内部个体的功能非常不同。例如，无论是来自[image: ][image: ]还是大象，哺乳动物的细胞在体外具有相同的代谢率。但是小型哺乳动物的细胞代谢率比大型哺乳动物的细胞代谢率要高得多。相同的结构细胞以不同的速度工作，这取决于它们属于哪种动物。21
2．注意紧密耦合的系统。当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闲置部分时，系统是紧密耦合的，允许流程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而不预留任何干预的机会。飞机、太空任务和核电站都是复杂、紧密耦合系统的经典代表。工程师试图建立缓冲区或冗余以避免故障，但往往无法预测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22大多数复杂适应系统是松散耦合的，移除或使一个或几个部分丧失能力对系统的性能影响很小。例如，如果你随机撤出一些投资者，股票市场将继续正常运转。但是，当个体失去多样性并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行动时，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可以以一种紧密耦合的方式运转。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崩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使用模拟创建虚拟世界。处理复杂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棘手的，因为反馈是模棱两可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且因果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模拟是一个工具，对我们的学习过程有帮助。模拟成本低，能提供反馈，已经在军事规划和飞行员训练等其他领域证明了它们的价值。23
也许商界最著名的例子是“啤酒游戏”（The Beer Game），该游戏由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动力学小组负责人约翰·斯特曼（John Sterman）推广。游戏盘上描绘了啤酒价值链，教师让参与者扮演零售商、批发商、分销商或生产商的角色。在每个模拟周，客户购买啤酒，价值链中的4个团队试图将他们的库存和积压成本降到最低，同时试图确保他们有足够的现货满足客户的需求。36周后，成本最低的团队获胜。
每个团队都了解库存、积压、未交付的订单等重要信息，但是对游戏整体进展情况的了解非常有限。就像西利等人研究的蜜蜂一样，每个团队都有局部信息，但是缺乏全局信息。
虽然游戏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设置，但斯特曼说，玩家很难理解系统，并倾向于犯一些常见的错误。订单和库存波动很大，玩家经常感到沮丧和无助。大多数玩家无法理解他们的个人决策是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
观察了一段时间游戏的结果后，斯特曼写道：“了解聪明的人为何会出于善意创造出没人期望也没人想要的结果，是游戏的深刻教训之一。”24尽管模拟为他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可惜很少有个人、组织或企业使用模拟的方法。

“在面对复杂和高度交互的系统时，创造人类判断和直觉的有序过程会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系统动力学之父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曾这样写道。25尽管现在我们周围围绕着更多的复杂适应系统，但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变得更善于理解它们。想弄清楚因果关系的愿望促使我们在错误的层面上理解系统，从而导致可预见的错误。尽管部分级别的表现笨拙，但复杂适应系统通常在系统级别上表现得很好，这是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经常不能理解的一点。26相反，当善意的个人试图管理系统以实现特定目标时，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导致失败。所以，如果你处理的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请确保你仔细设定了系统级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在推进部分级的改变时应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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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期待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下一种情况中，从而利用我们的有利经验。我们也渴望成功的公式，这是让自己安心的关键步骤。有时我们的经验和秘方会奏效，但更多时候它们会让我们失望。原因通常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现实，即指导我们决策的理论基于属性，而不是环境。基于属性的理论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使用的，而且经常是不可抗拒的，就像我们在出生顺序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然而，一旦你意识到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你就已经准备着手寻找它所视的情况了。


如果你是一个出生在北美的成年人，那么你有80%的概率有一个或多个兄弟姐妹。在考虑家庭动力问题时，很少有哪个因素像出生顺序那样得到如此多的关注。长子或长女被认为是严肃认真的传统守护者，而后面出生的孩子则有一种随波逐流、爱冒险的做派。每个人都知道最小的孩子做错什么都不会受到惩罚。出生顺序在家庭中显然很重要。
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在其1996年出版的《天生反叛》（Born to Rebel）一书中，将出生顺序动力学扩展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认为出生顺序在人格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假定，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会根据他们出生的顺序，寻找不同的策略来区分自己。长子、长女通常雄心勃勃、思想封闭、传统，而后面出生的孩子则比较爱冒险、随和、思想开放，也就是说，天生反叛。1他的研究表明，后面出生的人往往会提出和接受新观念，而长子、长女则坚持提倡和维护现状。他声称，政治和科学革命最有可能是由出生顺序比较靠后的人领导的，而长子、长女往往设法压制新思想。坦白说，我是出生顺序靠后的。
杰出的科学家和评论家最初都对萨洛韦的作品表示赞许，这本书也卖得很好。但随后爆发了一场风暴。在审视了萨洛韦的方法和结论后，一些人质疑他的这项工作经不起科学的审查。2事实上，一位知情人士称，他“既不能重建也不能理解”萨洛韦的分析。3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家庭动力学专家道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对此嗤之以鼻：“我认为萨洛韦的方法根本站不住。他做了一些社会科学领域不允许做的事，也就是有意选择了支持其论点的证据。”4萨洛韦仍然没有屈服，声称他的批评者不理解他的理论。审视了这场辩论的双方阵营后，我坚定地认为萨洛韦的分析和结论是不够的。
“等等，”你可能在想，“根据个人经验，我可以证明出生顺序确实很重要。我那专横的哥哥／姐姐，令人恼火的弟弟／妹妹可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你是对的。出生顺序效应在家庭中确实存在，也确实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大一点的孩子要么领导弟弟妹妹，要么照顾弟弟妹妹，充当父母的代理人。年幼的孩子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和爱。
那么，我们怎么能在怀疑萨洛韦的主张的同时，立即接受出生顺序效应是真实的呢？答案是，这取决于环境。
虽然孩子在家庭内部承担出生顺序赋予他们的角色，但他们没有将这个角色扩展到家庭之外。例如，一个在家里很霸道的老大，可能在学校操场上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当父母或兄弟姐妹完成自我报告测试或评估家庭成员时，出生顺序效应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但当像教师或研究人员这样的局外人观察他们的行为时，出生顺序效应就消失了。儿童，实际上是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所有情况下的行为都不一样。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这种做法反映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
在我们最小的孩子上学前班几个月后，我和妻子接到了老师打来的一通电话，这通电话可能让人不安。他们担心我儿子的语言能力发展，因为他在学校几乎不说一个字。好消息是，他很好地接受了他的课程和活动；坏消息是他没有吭声。
我和妻子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困惑。他是我们的第5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是这群孩子中最善于表达的——毫无疑问，一部分反映了他的个性，一部分是由于他要和4个哥哥姐姐相处。在家里，他一点儿也不安静，但一走进教室，他就不说话了。幸好，一位在家里见过他的老师向其他人保证说：“放心吧，这孩子会说话，而且话很多。”
萨洛韦的失败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一个人在家庭中的行为会影响所有环境下的行为。但实际情况根本不能支持这种说法。具体来说，研究一致表明，出生顺序对性格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瑞士心理学家塞西尔·厄恩斯特（Cécile Ernst）和朱尔斯·昂斯特（Jules Angst）对出生顺序和性格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出生顺序和家庭规模对性格没有太大影响。在《没有因果关系的反叛：出生顺序和社会态度》（Rebel Without a Cause or Effect：Birth Order and Social Attitudes）这篇论文中，文章的作者、3位社会学家发现，萨洛韦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5
从这场辩论中得到的教训恰好表达了本章的主题：理解环境的重要性。人们常常试图把一种环境下得到的教训或经验塞到另一种不同的环境下。但这种策略往往会失败，因为在一种环境下有效的决策在另一种环境下往往会惨败。对于专业人士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正确答案是“视情况而定”。
理论构建的3个阶段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选择都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即相信某种行为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大多数专业人士对“理论”这个词很敏感，因为他们把它和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你把理论定义为对因果的解释，那么它就非常实用。合理的理论有助于预测某些决策是如何在一系列环境下产生结果的。
管理学教授保罗·卡莱尔（Paul Carlile）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23)将理论构建过程分为3个阶段。6
·　第一个阶段是观察，包括仔细衡量一种现象并记录其结果。其目标是建立共同的标准，以便后续研究人员能够就该主题和描述该主题的术语达成一致。
·　第二个阶段是分类，研究人员将世界简化并组织成类别，以澄清现象之间的差异。在理论发展的早期，这些分类主要基于属性。
·　第三个阶段是定义，或者说是描述类别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这些关系从简单的相关性开始。
当研究人员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检验预测，发现异常，然后重新塑造理论时，理论就得到了改进。在这个改良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关键的改进。在分类阶段，研究人员发展分类来反映环境，而不仅仅是属性。换句话说，分类的目的不再只是什么有效，还包括何时有效。在定义阶段，理论超越了简单的相关性，进一步明确了原因，即为什么它会起作用。这两种改进使人们能够脱离粗糙的属性，根据面临的情况调整他们的选择。
卡莱尔和克里斯坦森以载人飞行的历史为例。早期，“飞行爱好者”研究了会飞的动物，发现它们几乎都有翅膀和羽毛（观察和分类阶段）。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如鸵鸟和蝙蝠，但是有羽毛的翅膀和飞行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下定义阶段）。所以早期的飞行员们制作了翅膀，插上羽毛，爬到很高的地方，然后往下跳，拍动翅膀，最后飞行器坠毁了。坠毁是一种反常现象，迫使理论建构者们不得不从头再来。
18世纪，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对流体动力学的研究促成了翼型的出现，这种形状通过使机翼顶部的空气压力小于机翼下方的空气压力而产生升力。伯努利定理表明了飞行产生的原因（改进分类和定义阶段），而不是什么与飞行相关。翼型带来了一种新的飞行方式。莱特兄弟将这一新理论与物理材料以及稳定性、转向和推动力结合起来以后，飞行时代就诞生了。
今天的许多管理理论看起来更像是粘在翅膀上的羽毛，而不是翼型。咨询师、研究人员和实践者经常观察一些成功现象，寻找其中的共同属性，并宣称这些属性可以引导其他人取得成功。这根本行不通。任何时候看到“成功的关键”或“成功的公式”，你都应该保持高度怀疑。
波音公司的噩梦
过去，许多商业顾问和公司都在宣扬外包的优点，即将之前的内部服务外包给外部公司。外包可能会降低成本和资本密集度，这是所有公司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的理想目标。许多组织，包括苹果公司和戴尔公司都有外包业务，它们在业务和财务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包和良好业绩之间的关联性似乎很明显。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长期使用外部供应商。波音公司的惯常做法是，工程师设计一架飞机，然后将详细的蓝图发送给供应商，他们称这个过程为“制造-打印”系统。这一过程使波音公司能够控制关键设计和工程功能，同时降低总体成本。但对于最新的787型梦幻客机，波音公司选择让供应商同时设计和制造飞机部件，只把最后的组装工作留给自己的机械师。该公司希望比其真正的上市时间提前两年上市，并计划在3天内组装一架787型客机，这是这种规模的飞机正常组装时间的1/10。
这个项目是一场灾难。尽管这架飞机非常畅销，有近900份订单，但由于这个项目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多，这款飞机的上市日期一再推迟。问题在于，供应商无法提供飞机的全部功能部件，交给波音公司进行最终组装。虽然波音公司设计了集成1 200个部件的生产系统，但第一架飞机总共有3万个部件，因为不得不把设计重新交给内部员工，所以耗费了公司大量的时间和金钱。7
波音787型客机的问题是第一种决策错误的体现：在没有完全理解策略成功或失败的条件下接受了策略。业务外包并不总是好的。例如，对于需要不同子组件的复杂集成的产品，外包是行不通的。其原因是协调成本很高，所以仅仅是让产品运作起来就是一个挑战。想想个人计算机行业早期的IBM吧。几乎所有的组件都是该公司自己制造的，以确保兼容性。在这个阶段，垂直整合的业务表现最好。
对于子组件是模块的行业来说，外包是可行的。在这些情况下，子组件的性能已经明确定义好了，最终的组装也很简单。如今，你可以用标准化模块自己建造一台个人计算机。一旦一个行业定义了模块，供应商专注一个组件比尝试制造所有组件更有意义。像戴尔这样的装配商就可以专门进行设计、营销和分销了。
在787型客机出现之前，波音公司一直控制着自己飞机的设计和工程流程，以确保部件的兼容性和最终装配的顺利进行。但波音787项目将设计和制作全部交给了供应商，这让它成了一个研究案例，用来说明在哪些情况下不应该使用外包业务。波音公司将外包作为一种属性，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业务外包能发挥作用的条件。8
最优秀的人不一定会赢
有时候，为了解决孩子们的争吵，我让他们玩“兵力分配博弈”（Colonel Blotto Game），来决定谁先行动，谁应该坐在哪个位置。我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游戏版本。每个玩家得到100名士兵（资源），并将其分配到3个战场（维度）。每名玩家偷偷写下战场兵力分配，然后我们比较结果。每个战场上拥有最多士兵的玩家将赢得这场战斗，而在整体上战斗获胜最多的玩家就是比赛的胜利者。表6-1是我家的真实游戏的一个例子。虽然在这个版本的游戏中有一些非常糟糕的策略，例如100，0，0，但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很像石头剪刀布。9兵力分配博弈适用于军事战略家、政治家、营销人员和运动队经理。10
表6-1　兵力分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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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分配博弈很有用，因为通过改变游戏的2个主要参数，即给一位玩家更多的资源或改变战场的数量，你可以了解能从竞争中胜出的赢家。它展示了处于劣势者什么时候最有可能获胜，为什么有时没有“最好”的团队，以及参数的变化如何影响这些结果。简单地说，这个游戏能让我们了解第二种决策错误，即未能正确地思考竞争环境。在兵力分配博弈中，你可以将资源视为属性，将维度视为环境。这个游戏提供了一个视角，用于评估不同属性和环境组合的结果。
我们认真看一看改变参数时会发生什么。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给其中一名玩家比另一名玩家更多的分数来增加资源的不对称，从而有效地使其中一方更有可能获胜。实力较强的选手获胜的次数更多，这应该不足为奇。额外的分数带来了多少优势，无法直观地感觉出来。如果游戏中包含3个战场，额外多拥有25%的资源的玩家拥有60%的期望收益（expected payoff）（即玩家获胜的战斗所占的比例），而拥有2倍资源的玩家拥有78%的期望收益。因此，即使在资源相当不对称的竞争中，也存在一定的随机性，但资源丰富的一方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此外，在低维度情况下，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传递的：如果A能打败B，B能打败C，那么A就能打败C。兵力分配博弈帮助我们理解具有较少维度的比赛，如网球。
但是，为了全面了解这些收益，我们必须引入第二个参数，即维度数量或战场数量。游戏的维度越多，结果就越不确定，除非玩家拥有相同的资源。例如，较弱玩家在15维游戏中的期望收益几乎是在9维游戏中的4倍。11因此，高维游戏的结果比低维游戏更难预测，结果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棒球是高维游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较好的团队有优势，但结果包含了大量的随机性。年复一年，在本赛季的162场比赛中赢得60%的胜利，实际上就保证了球队进入季后赛的机会。12高维度游戏与低维度游戏的决策和评价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兵力分配博弈在除高度不对称、低维度的情况之外，都是高度不可传递的。13因此，锦标赛往往不能说明谁是最好的球队。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家斯科特·佩奇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见表6-2。在这种情况下，A打败B，B打败C，C打败A，三个人都打败D。因此，如果这些选手同时参加锦标赛，那么第一轮抽中D的人将赢得比赛。没有最好的选手存在。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冠军是“先上场打败D的”。虽然不太好记，但很准确。14
表6-2　兵力分配博弈中的非传递性
[image: ]资料来源：Scott E. Page, The Differ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图6-1总结了你可以通过学习兵力分配博弈获得的一些见解。如果维数较低，在与较弱玩家比赛时，较强的玩家会赢得大多数的战斗。对于实力相当的玩家，次优策略的数量会随着维度的增加而增加，因为玩家冒着将资源集中在少数战场的风险，从而导致大量战场失去资源。但是增加维度的数量会削弱高资源玩家的相对优势。军事战略家多年来一直知道，增加战场的数量往往有利于处于劣势的一方。因此，棒球比网球比赛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也许从兵力分配博弈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你必须谨慎地评估决策和结果。由于资源的非传递性和随机性，资源属性并不总是比维度环境更能决定成败。在复杂的游戏中，最优秀的人不一定会赢。
[image: ]图6-1　高维竞赛增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

对因果关系保持警惕
股市预言家总是在寻找预测市场走向的可靠方法。最受欢迎的是“超级碗指标”（Super Bowl Indicator），它总是在橄榄球赛季冠军赛结束后公布出来。这个指标很简单：当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队赢了，股市就会上涨，反之，股市就会下跌。从1967年到2008年，超级碗冠军队伍在80%的时间里正确地预测了股票市场的走向。另一个方法是戴维·莱因韦伯（David Leinweber）的分析，该分析显示孟加拉国的黄油产量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水平（1981—1993）之间有75%的相关性。莱因韦伯挖掘了大量的国际数据，并很高兴地发现“仅乳制品”就反映了这么多信息。15
莱因韦伯用一个荒唐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严肃的观点：无法区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当研究人员观察到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假设其中一个变量导致了另一个变量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一旦你知道了这个错误，你就会发现它经常出现，尤其是在媒体上。如素食者智商更高，夜灯会导致近视，看电视太多的孩子容易肥胖。
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对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X引起Y必须具备3个条件。16第一个条件是，X必须在Y之前。第二个条件是X和Y之间的函数关系，包括因果必须是两个或多个值的要求。例如，“吸烟导致肺癌”的声明称，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患肺癌的概率更高。所以科学家必须考虑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吸烟吗（是或否），这个人有癌症吗（是或否）。在这一点上，你也必须考虑这段关系是否只是偶然发生的。
最后一个条件是，要让X引起Y，就不能存在一个因素Z同时引起X和Y。例如，看太多电视可能与肥胖有关，但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同时解释了看电视和体重的问题。17
你必须对相关因果关系的错误非常警惕。我们喜欢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一事实，这只会增加挑战。当你听到一种因果关系时，仔细考虑这3个条件，看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你很可能会惊讶于你很少能坚定地建立因果关系。
该改变时就要改变
研究格陵兰岛上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的科学家，在东部居民点一所大房子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个25岁男子的头骨。通过放射性碳技术，科学家确定这个头骨大约出现在1300年，也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第一次登陆格陵兰岛400年后。由于当时的习俗是埋葬死者，尸体的位置表明他是该地区最后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一员。在经历了4个世纪的艰难求生之后，格陵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会崩溃了。人们想知道这个社会是如何存续那么久的。
本章的最后一种决策错误是，当有证据显示有必要做出改变时，人们缺乏灵活性，这有助于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消亡。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24)在《崩溃》（Collapse）一书中讲述了这个群体历经磨难最终消亡的故事，引人入胜。撇开许多细节不谈，我们可以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够灵活。18
首先，斯堪的纳维亚人试图延续他们在挪威和冰岛时的生活方式。由于固执地将在其家乡行之有效的方法应用到移居的土地上，他们很快耗尽了格陵兰岛能提供的为数不多的环境资源。他们砍伐了太多的树木（有限的燃料和建筑材料），剥去草皮盖房子（留给牲畜吃的食物更少了，导致了水土流失），允许过度放牧（破坏了该地区的植物群）。回想起来，这种摧残毫无意义，却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我形象和经历是一致的。
其次，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没有向当地的因纽特人学习。他们轻视因纽特人，与后者的关系基本上是敌对的，这可能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为欧洲基督徒的态度。尽管因纽特人掌握了在格陵兰岛贫瘠的环境中寻找食物的聪明方法，但斯堪的纳维亚人却没有借鉴他们的方法。正如戴蒙德所指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未被利用的丰富食物资源面前挨饿”。他们没有像因纽特人那样捕鱼、捕鲸和捕猎环海豹。那些在昔日的环境下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群体有所助益的价值观，现在却导致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僵化。这种僵化导致了最后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被饿死，就像他之前的其他同伴一样。
虽然格陵兰岛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故事看起来像是历史上的奇闻，但当代的专业组织继续犯着同样的错误。随着世界的变化，他们延续过去的做法，拒绝接受来自其他组织的最佳实践方法。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无力发明综合征”（not invented here syndrome）。根据环境的要求改变决策过程是一项根本性的挑战，可能会给人带来心理负担。
如何考虑环境，做出正确的决策
1．问问自己，决策背后的理论是否能解释所处的环境。人们常常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断出成功的选择并应用到新的环境中，结果往往很糟糕。有缺陷的研究会找出业绩良好的组织的共性，并将这些共性作为获胜的不二法门，这种做法很受欢迎。这两个错误都没有正确地根据环境来考虑决策。
英特尔公司前员工托马斯·瑟斯顿（Thomas Thurston）在2006年完成的一项测试，可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瑟斯顿精通基于环境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他回顾了近50份由英特尔新商业计划小组资助的商业计划。应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创新何时成功，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他能够预测85%的成功和失败。19此外，他还能找出一些企业失败的原因。随后，瑟斯顿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合作，向商学院的学生传授这一理论。学生们在第一次筛选优胜者和失败者时几乎是随机的，但到学期结束时，学生们筛选的正确率超过了80%。这一进步体现了理论的价值，也说明了学生可以吸取教训，表现得更好。
2．注意相关性和因果关系陷阱。人们有一种把因果联系起来的渴望，但往往只是为他们看到的结果编造一个原因。这就产生了观察相关性、假设因果关系的风险。当你听到相关性时，一定要考虑3个条件：时间的优先级、关系，以及没有其他因素导致另外两个因素相互关联。
3．平衡简单的规则和不断变化的条件。进化为基于环境的思考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在进化过程中，个体生存和繁殖的能力并不仅仅反映特定的属性，如大小、颜色或力量。相反，导致生存和繁殖的遗传特征是内在环境。有一种做决策的方法，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做决策，即需要在一些简单但明确的规则与当前普遍存在的条件之间取得平衡。例如，优先级规则帮助管理者对他们识别的机会进行排序，退出规则告诉他们何时退出一家企业。这些规则确保管理者在认识到不断变化的条件的同时坚持某些核心理念，允许必要的灵活性，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20
4．在具有多个维度的领域中没有“最佳”实践。虽然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热衷于决定哪个组织是最好的，但在一个高维领域选出一个赢家是没有意义的。兵力分配博弈的一个教训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获胜策略是不可传递的：所有玩家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因此没有一个选手能够独占鳌头。此外，该游戏还表明，弱者如果选择了正确的策略，就可以打赢比赛中最有可能获胜的人。
在2002年的超级碗比赛中，新英格兰爱国者队（New England Patriots）对阵圣路易斯公羊队（St. Louis Rams），就是一个例子。公羊队在常规赛中击败了爱国者队，成为夺冠热门。但是爱国者队在超级碗比赛中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和之前与公羊队的比赛不同，爱国者队没有盯着四分卫库尔特·华纳（Kurt Warner），而是集中精力阻止跑卫马歇尔·福克（Marshall Faulk）。他们认识到公羊队在进攻中依赖时机和节奏，而且福克才是关键，华纳不是。
这一策略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为爱国者队带来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也获得了橄榄球界备受尊敬的评论员罗恩·贾沃斯基（Ron Jaworski）的称赞。他称：“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战术。”当然，由于在一场比赛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爱国者队很可能会输掉其他比赛。该战略要求爱国者队在将近3/4的时间使用至少5个防守后卫。由于后卫比其他防守队员更矮，所以爱国者队很容易被击败。然而，公羊队的主教练选择不跑阵，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赢得比赛”，这让苦苦哀求的球员们感到沮丧。21对了，股市在2002年也下跌了，爱国者队是一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这给超级碗指标增加了另一个有利的数据点。

大多数人都期待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到下一种情况中，从而利用我们的有利经验。我们也渴望成功的公式，这是让自己安心的关键步骤。有时我们的经验和秘方会奏效，但更多时候它们会让人失望。原因通常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现实，即指导我们决策的理论基于属性，而不是基于环境。基于属性的理论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使用的，而且经常是不可抗拒的，就像我们在出生顺序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然而，一旦你意识到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你就已经准备着手寻找它所视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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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须面对会越来越多出现突然、不可预见的变化以及罕见但极端的结果的系统。在处理这些系统时，我们都特别容易犯错误，因为人类在潜意识中希望将它们进行简化，并将过去的经验外推到未来。当你看到这些系统时，标记它们，并放慢你的决策程序。尤其是当你小心翼翼地躲避不利的黑天鹅时，关键是要坚持到迎来转机的一天。


在2000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英国女王在一片欢呼声中庆祝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的落成。这是自1894年以来伦敦首个横跨泰晤士河的新桥，它将伦敦城与北部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及南部的泰特美术馆和环球剧院连接起来。在一场全球竞赛中，从超过200个参赛作品中选出的获奖设计，是新鲜的和现代的，并突破了艺术、建筑和工程领域之间的边界。这座桥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想行人会享受“在明媚的阳光下于水面上行走”的愉悦。1
福斯特与奥雅纳（Arup）工程公司和雕塑家安东尼·卡罗（Anthony Caro）合作完成了这个项目。他们试图建造一座异常平坦、线条优美的桥，这座桥有325米长，但缆索垂度极低。在花费了近2000万英镑后，该团队似乎将美丽的美学设计与严格的工程要求结合在了一起。这座桥符合所有国际桥梁标准，按照规格建造，奥雅纳正确地进行了所有的施工计算。
2000年6月10日，10万人参加了大桥的首次公开开放，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期。会出问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那天早上开放前一些人挤满了大桥并在桥上走动时。奥雅纳的一名工程师注意到了大桥的晃动，但随着人数的减少，桥的摇晃也消失了。中午时分，大桥正式向公众开放，人群从桥的两端蜂拥而至并走来走去。很快，大桥开始左右摇晃，摇晃的幅度达到了7厘米，这使得毫无防备的行人扩大了他们的站立范围，并导致了他们的步伐出现同步。在记录这一场景的视频中，人群像一群企鹅在缓慢前行。
当然，大桥的建造者很清楚人群的力量；你可能听说过行军的队伍在过桥时踩断了桥。虽然垂直运动是典型的工程问题，但千禧桥的问题是横向运动。一位过桥者将这种不寻常晃动的感觉形容成“就像是在船上”，见图7-1。尽管在结构上是安全的，但这座桥在开放后仅仅两天就关闭改造了，这让整个项目团队和伦敦市都感到尴尬。2
[image: ]图7-1　千禧桥在开放日左右摇晃
资料来源：Getty Images.

在修复桥梁的过程中，工人们搭建了临时大门，并钉上了写着“桥已关闭”的标牌。在北侧的指示牌旁边，一个过路人写道：“为什么？”3
洞察临界点的存在
反馈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在许多系统中，你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良好平衡。消极的反馈是一个稳定的因素，而积极的反馈则促进改变。但是任何一种反馈过多都会使系统失去平衡。
市场消极反馈的经典例子就是套利。例如，如果伦敦的黄金价格略高于纽约的黄金价格，套利者就会买入纽约的黄金，卖出伦敦的黄金，直到他们缩小异常的价格差。更常见的例子是恒温器，它检测室温与你设定的温度的偏差，然后发送指令将室温恢复到你想要的水平。消极反馈通过向相反的方向推进来抵制改变。
积极反馈会在同一方向上加强最初的改变。想象一下，一群鱼或一群鸟在躲避捕食者。它们一致行动以避免威胁。我们也在人们互相模仿的时尚和潮流中看到积极反馈在发挥作用。积极反馈可以解释为什么宠物石、玛卡莲娜和精灵宝可梦卡片会流行。
本章的重点是相变（phase transitions），它指的是原因上的微小增量变化导致大规模的结果变化。物理学家兼作家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称其为“临界点”（grand ah-whoom）。4在冰箱里放一盘水，温度就会降至冰点。水通常是液态的，到了临界点，水才会变成冰。温度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水从液体到固体的变化。
临界点出现在许多复杂系统中，在这些系统中，群体行为来自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你可以在物理世界中找到很多这样的系统，包括水分子和铁原子。但这些观点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尽管这些定律没有物理学中定义得那么清楚。股票交易所的行为，以及热门歌曲的流行都属于这方面的例子。
需要明确的是，在所有这些系统中，因果在大多数时候是成比例的，但它们也有发生相变的临界点或阈值。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当一种形式的反馈压倒了另一种形式的反馈时会出现的情况。当你没有预见到它的到来时，临界点会让你大吃一惊。5
让我们用相变的概念来回答刻在千禧桥标牌上的问题。当你走路时，你的身体会产生少量的侧向力。当一群人穿过一座坚硬的桥时，这些个体的力量通常会相互抵消，这就是消极反馈的一个例子。然而，千禧桥最初没有足够的横向减振器，当足够多的人在桥上时，就产生了轻微摇晃。这种摇晃迫使人们扩大步幅，改变他们的步态。步幅越大，侧向力就越大，晃动也就越严重。积极反馈引起的摇晃和同步的人群行为同时出现。6
知道临界点的存在十分重要。2000年12月，奥雅纳的工程师招募志愿者在桥上行走，以确定不安全摇晃发生的水平。他们的测试显示，156人可以在几乎没有摇晃的情况下在桥上行走，见图7-2。但是，只要再增加10个行人，随着积极反馈的出现，振幅就会急剧变化，见图7-2右轴。尽管千禧桥处于相变的交点，但最初的156名过桥者走在桥上时，桥几乎没有晃动，也没有任何潜在的危险。
[image: ]图7-2　千禧桥突然发生晃动
资料来源：http://www.arup.com/MillenniumBridge/.

这说明了为什么临界点对于正确的反事实思考如此重要：想一想那些不可挽回的事情。7对于你所看到的每一个相变，你有多少次能侥幸脱险呢？你可以想象有50人、100人，甚至150人来测试这座桥。有害的晃荡还没有出现，而你也没有意识到它会出现。大规模的结果是由于系统的内部运作，即人在桥上行走，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我称之为隐形脆弱。
黑天鹅事件是如何产生的
有很多现象，包括人类的身高和运动成绩，结果不会偏离平均值太远。以身高为例。世界上最高的人身高为272厘米，而最矮的人身高为57厘米，前者大约是后者的5倍。大约95%的人与平均身高相差不超过15厘米。身高有一个有限且可预测的结果范围。
但有些系统具有严重的偏态分布，在这些系统中，平均的概念几乎没有意义。幂次法则（Power Law）可以更好地描述这些分布，这意味着，只有少数结果真的很大或者影响很大，而大多数观察结果都很小。让我们来看看城市的大小。纽约市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有大约800万居民。最小的城镇大约有50人。所以最大和最小的城镇人口的比值大于150 000:1。其他社会现象，如图书或影片的销量，也表现出这种极端的差异。城市大小比人类身高的结果范围要大得多。8
作家、前衍生品交易员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将幂次法则分布中的极端结果称为“黑天鹅”（black swans）。他将黑天鹅定义为具有后续影响，并且人们在事件发生后会寻求解释的异常事件。9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塔勒布的努力，更多的人意识到了存在黑天鹅和偏离钟形曲线的分布。但大多数人仍然不理解产生黑天鹅现象的机制。
这就是临界点和相变出现的地方。积极的反馈会导致异常的结果。而临界点有助于解释我们对黑天鹅事件的长久以来的惊讶，因为我们很难理解如此微小的增量干扰是如何导致如此大的结果变化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的到来，因为它们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社会系统中这些临界点的背后是什么？群体智慧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答案。10当多样性、汇总和激励这3个条件被群体接受时，他们往往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多样性是指人们对事物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观点。汇总意味着你可以将群体的信息聚集在一起。激励是对正确的奖励和对错误的惩罚，通常是金钱的形式，但也不一定。
由于许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原因，当涉及人类时，多样性是最可能失败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人群不会逐渐从聪明变得愚蠢。当你慢慢消除多样性时，最初什么也不会发生，额外的削减也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到达某个临界点时，一个微小的增量减少会导致系统发生质的变化。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经济学家布莱克·勒巴伦（Blake LeBaron）利用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为股市证明了这一点。勒巴伦的模型没有使用真正的投资者，而是在计算机中创建了1 000名投资者，并给他们资金、分配投资组合的指导方法和多样化的交易规则。然后他让这些投资者自由发挥。
勒巴伦的模型能够复制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许多经验特征，包括繁荣和崩溃的周期。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即使决策规则的多样性下降，股价仍可能继续上涨。隐形脆弱增加。但随后，到达临界点，随着多样性再次上升，股价暴跌。勒巴伦写道：“在危机来临之前，人口多样性下降。由于经纪人们普遍取得了良好业绩的现象得到加强，所以他们开始使用非常相似的交易策略。这导致人们非常脆弱，因为股票需求的小幅下降可能会导致市场出现严重的不稳定。”11
归纳偏差、还原偏差和糟糕的预测
相变的存在导致了一些常见的决策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归纳的问题，也就是你应该如何合乎逻辑地通过具体的观察得到一般的结论。几个世纪以来，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尽管哲学家们一直警告人们不要根据看到的东西去做推断，但是这非常难做到。不言而喻，在有相变的系统中归纳是不起作用的，有时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塔勒布复述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讲过的一只连续喂了1 000天的火鸡的故事。罗素说的是一只鸡。为了适应美国读者，塔勒布把它换成了火鸡。12喂食会增强火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直到感恩节的前一天，意外事件发生了。所有火鸡的经验和反馈都是积极的，直到情况向糟糕的方向发生转变。
与火鸡的困境相似，在一段繁荣时期之后出现巨大损失的情况在商界反复发生。例如，被美国银行收购的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在2007年至2008年的两年时间里遭受的损失超过了它作为上市公司36年累计利润的1/3。13与一个由幂次法则支配的系统打交道，就像有一个将斧头藏在背后的人给我们喂饭。如果你坚持的时间够长，斧头就会掉下来。问题不是是否，而是何时。
“黑天鹅”一词反映了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归纳法的批评。波普尔认为，看到很多白天鹅并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能证明这一理论是错误的。所以他的观点是，为了理解一种现象，我们最好关注证伪，而不是证实。但我们并不是天生就倾向于证伪一些东西。
心理学家卡尔·邓克（Karl Duncker）观察到，当人们以特定的方式使用或思考某个事物时，他们很难用新的方式去思考。邓克做了一个经典实验，他给了受试者一支蜡烛、一盒大头钉和一盒火柴。然后他让受试者把蜡烛固定在墙上，不让蜡油滴到下面的桌子上。诀窍是将大头针盒作为一个平台，很少有受试者会这么做。邓克认为，人们专注一个物体的常用功能，无法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人们有强烈的倾向会坚持一个已经形成的观点，在考虑其他的选择时则行动迟缓。
重复的、好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策略是好的，一切都很好。这种错觉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没来由的自信，并带来意想不到的情况，而这种情况通常是不好的。事实上，伴随突然变化而来的相变只会增加人们的困惑。
我们在面对复杂系统时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还原偏差（reductive bias）。它指的是，人们倾向于把复杂的情况和话题看得比实际简单，从而导致误解。14当被要求对一个复杂而非线性的系统做决策时，人们通常会回退到考虑一个简单、线性的系统。我们的大脑会很自然地为一个与复杂问题相关但更简单的问题提供答案，但这往往会带来代价高昂的后果。
金融领域就是这种偏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实证研究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并不遵循钟形正态分布，但经济理论仍然基于这一假设。如果你曾经听到过一位金融专家使用像α、β或标准差这样的术语来描述股票市场，那么你已经见证了还原偏差在起作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更简单但错误的价格变动分布来描述市场。包括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内的一些备受瞩目的金融崩盘，都表明了这种偏差的危险。15
法国数学家、分形几何之父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是最早也是最强烈批评使用正态分布解释资产价格走势的人之一。16他在1964年出版的《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性》（The Random Character of Stock Market Prices）一书中的一章内容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一章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比之前的模型体现的要极端得多。该书编辑、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库特纳（Paul Cootner）对曼德尔布罗特的观点不以为然。“如果曼德尔布罗特是正确的，”他写道，“我们几乎所有的统计工具都过时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的计量经济学工作毫无意义。”17
但库特纳可以放心，因为曼德尔布罗特的思想从未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美国圣母大学历史学家兼经济思想哲学家菲利普·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指出，“简单的历史事实是，曼德尔布罗特的经济理念基本上被忽视了，只有少数例外……但后来似乎被其提出者抛弃了”。18
我在纽约曾参加过一场晚宴，曼德尔布罗特也参加了。我迟到了，只看到两张空座位。曼德尔布罗特在我到达之后不久也到了，他解释说，他的迟到是由于一个不称职的司机，他解雇了那个司机。他侧过身子问道：“你愿意载我回家吗？”
在晚宴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担心，我在想开往郊区的1小时车程里，我要跟这位比我年长40岁的杰出人物说些什么。当他坐进副驾驶位时，我决定问问他金融领域还原偏差的历史。他非常和蔼，尽管他对主流阵营尚未接受他的观点感到沮丧。他说：“尽管市场的疯狂随机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市场的随机性不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简化了世界，使数学更容易处理。”曼德尔布罗特强调，虽然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极端事件，但他确信经济学家的简单模型不会预测到。
是的，没过多久，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有很多活动部件，但靠近中心的是统计学家兼数学家李祥林（David Li）发明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公式。这个公式解决了衡量资产之间违约相关性的棘手挑战。该公式被称为高斯联结相依函数（Gaussian copula function）。
相关性对于确保证券投资组合的多样化，进而对于管理风险至关重要。例如，考虑两个可能的投资：雨伞公司和野餐篮子公司。如果天气恶劣，雨伞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上涨，而野餐篮子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当然，好天气会导致相反的市场反应。因为两只股票的表现并不相关，所以无论天气好坏，如果你同时持有这两只股票，那你就能实现多样性。但如果两只股票变得相互有关联，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们都同时上涨或下跌，那么你将面临比想象中更大的风险。
李祥林的公式预示着，它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衡量一个证券投资组合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资产同时违约的可能性。这为新产品打开了闸门，因为金融工程师们有了一种方法来量化捆绑了大量资产的证券的安全性或风险。例如，一家投资银行可以将公司债券捆绑在一个池子里，这种债券被称为债务抵押债券，并且该银行用李祥林的公式总结违约相关性，而不用担心池子里的每种公司债券有什么表现这些细节问题。
尽管市场参与者形容这个公式“漂亮、简单、易操作”，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相关性会发生变化。与还原偏差一致的是，该公式创建时考虑的是一个简单、稳定的世界，却应用在了一个复杂、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开始下行时，违约相关性就会上升。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表明，不断变化的相关性可能造成严重危害。该公司发现，在1998年之前的5年里，其多样化投资之间的相关性不到10%。为了对其证券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假设相关性可能升至30%，远远超过历史数据显示的水平。但当1998年金融危机来袭时，这种相关性飙升至70%。多样化投资被抛出窗外，其基金遭受了致命的损失。“任何依赖相关性的东西都是江湖骗子。”塔勒布嘲笑道。或者，就像我听交易员说的那样：“在熊市中唯一上涨的东西就是相关性。”19
处理相变的最后一个错误是相信预测。我们的世界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世界。但如果回到过去，重播那段录像，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诱人的问题。20进化是否还会产生树、狗和人？如果能反映人们如何接受想法和创新的模型表明，机缘巧合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作用，那我们怎么知道一切重来会发生什么，或者将来会怎样。
一般来说，没有办法检验我们看到的结果的必然性。然而，在社会学家邓肯·瓦茨（Duncan Watts）(25)的带领下，哥伦比亚大学的3名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从本质上塑造了多个世界，以观察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我们可能无法重现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但科学家们有效地创造了其他宇宙。21瓦茨及其同事们的发现让任何从事预测工作的人都有所迟疑。
他们创建了一个名为“音乐实验室”的网站，并邀请受试者参与一项音乐品位的研究。该网站要求受试者听48首不知名乐队的歌曲，并对其进行评分，同时可以选择下载他们喜欢的歌曲。超过14 000人参与其中，大部分人是居住在美国的年轻人。
进入网站后，研究人员将20%的受试者分配到一个独立的世界，将剩下80%的人平均分配到8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见图7-3。在独立的世界里，受试者听这些歌曲并给它们评分，并且可以自由下载这些歌曲，但是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在其他8个世界里，受试者也会听歌曲并对歌曲进行评分，但社会影响起了作用，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下载每首歌曲的次数。研究人员又变换形式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但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歌曲一开始的下载量都为0。
[image: ]图7-3　音乐实验室是如何创造平行世界的
资料来源：Duncan J. Watts, “Is Justin Timberlake a Product of Cumul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5, 2007.

这项研究是针对社会影响进行的一项非常明确的测试。独立世界组的受试者不受他人意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歌曲品质指标。如果社会影响无关紧要，你就会认为在所有9个世界里，歌曲排名和下载情况都是相似的。另外，如果社会影响很重要，那么在社会世界中，初始下载模式的微小差异就会导致排名的巨大差异。积累的优势会胜过内在的品质。
研究表明，歌曲的品质确实在排名中起作用。在独立世界排名前五的歌曲，在社会影响的世界里排名前五的概率为50%。而最差的歌曲很少能登上排行榜。但是你认为一首普通歌曲在社会世界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你认为别人的观点会影响你的品位吗？
科学家们发现，社会影响对成功和失败起着巨大的作用。52metro乐队的歌曲“Lockdown”在独立世界排行榜上排名第二十六，几乎达到了平均水平。然而，这首歌在一个社会影响世界里排名第一，在另一个社会影响世界里排名第四十。社会影响让一首普通的歌曲在一个世界大受欢迎，也就是出现了临界点，而在另一个世界，它又无人问津。这就是“Lockdown”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8个社会世界中，受试者在实验早期下载的歌曲对其他受试者之后下载的歌曲有很大影响。由于每个社会世界的下载模式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同。
波利亚罐子过程（Polya urn process）给出了对这些结果的分析。22想象一个大罐子里面有两个球，一个红球，一个蓝球。你把手伸进去，随机选择一个球。假设你选了蓝球。然后加入一个一模一样的蓝球，并将两个蓝球放回罐中，罐中现在有一个红球和两个蓝球。重复这个过程，随机选择一个球，增加一个与之一模一样的球，将两个球同时放回罐中，直到将罐子装满。然后计算红球对蓝球的比例。图7-4显示了我模拟的6次实验，每一次都有100轮移出和替换。
[image: ]图7-4　波利亚罐子过程的结果差异很大

波利亚罐子过程的特点与音乐实验室的结果非常吻合。首先，对于单个实验，你无法提前知道结果。有可能红球的比例更高，也有可能蓝球的比例更高，并且多次试验产生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很难预测获胜者。诚然，在现实世界中，品质更好的产品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但商业成功和品质之间并没有确定的联系。此外，社会影响往往会加剧产品的成功和失败，导致极端情况的出现。在音乐实验室的实验中，社会世界中结果的不平等远远大于独立世界。
其次，灵活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一旦你选择了一个蓝球，你选择另一个蓝球的机会就会急剧增加。如果你恰好选择了蓝球一两次，那么红球几乎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这完全是出于统计的原因。虽然在音乐实验室实验的早期，最终结果还不清楚，但一旦出现上述情况，结果就很稳定了。在社会世界，1/3的受试者参与后，结果就稳定下来了。就像波利亚罐子一样，最初抽中的那种颜色的球，它的运气已经注定了。
最后，还有一个记忆效应。第一个被选中的球的颜色强烈地影响着结果。同样，第一个下载歌曲的人也会影响后来的下载模式。我们的世界只是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看看不同社会影响世界的排名差异就能明白这一点。
需要明确的是，波利亚罐子过程过于简单，不能完全代表音乐实验室实验和大多数的社会过程。23例如，波利亚罐子过程只有两个选择，而实验世界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但是波利亚罐子过程确实体现了积极反馈会导致不平衡、不可预测的结果。社会影响可能成为积极反馈的动力。
认识到社会影响在其他领域的作用并不困难。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积累优势在技术、行为和想法的成功中的重要性。标准格式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包括Qwerty键盘与Dvorak键盘之争、VHS录像带与Betamax录像带之争、蓝光光盘与HD-DVD光盘之争。24每个领域都面临着同样缺乏可预测性以及成功和品质之间松散的相关性。每个领域都有临界点和相变。在因果不明的情况下，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一个挑战。
如何应对相变，做出正确的决策
1．研究所处理系统的结果分布。由于塔勒布的推动，现在许多人把极端事件和黑天鹅联系在一起。在人们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区别时，塔勒布很谨慎地做出了区分：如果我们了解了更广泛的分布是什么样的，无论结果多么极端，都能被正确地标记为灰天鹅，而不是黑天鹅。他称灰天鹅为“可模拟的极端事件”。事实上，科学家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对各种系统的分布进行分类，包括股票市场、恐怖活动和电网故障。25因此，如果你有了解这些系统的背景知识和工具，即使没有可靠的方法来预测任何特定的事件，你也可以大致了解系统的行为。关键是要为系统产生的所有结果做好准备，无论极端与否。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人们感到焦头烂额的不是黑天鹅，即那些未知的未知，而是他们没有为灰天鹅的到来做好准备。
2．寻找临界点。正如在千禧桥和群体智慧的讨论中揭示出的事实，当系统参与者协调他们的行为时，群体系统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化。想想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繁荣，或者2007年至2009年的经济混乱。虽然多样性的减少并不一定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尽管确实会引发隐形脆弱，但多样性的减少实质上提高了改变的可能性。协调一致的行为是许多不对称结果的核心，包括畅销书、风险投资等有利结果和国家安全、借贷等不利结果。要注意多样性的程度，并认识到状态的变化往往是突然发生的。
3．小心预测者。人类对众多领域的预测都有极大的兴趣。一定要知道，在有相变的系统中，预测的准确性令人沮丧，即使是所谓的专家进行的预测也不例外。瓦茨说：“我们认为，有些东西可被称作‘品质’……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结果反映了这种品质。”但他补充说：“得到的结果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随意的，我认可这种想法。”26最好的方法是认识到结果分布的本质，并为所有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
4．减轻不利因素，抓住有利因素。在处理复杂系统时，人们常犯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在某一特定结果上下注太多。20世纪50年代，贝尔实验室物理学家约翰·凯利（John Kelly）在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最佳投注策略公式。凯利的公式告诉你根据你的优势，你需要押注多少。凯利的公式的一个核心启示是，在一个有着极端结果的系统中，孤注一掷会导致毁灭。孤注一掷是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原因，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它们显然没有考虑极端结果。美国国际集团这家盈利丰厚的大型保险公司，为了提高利润，一头扎进衍生品业务中。该业务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销售与公司债务和抵押贷券相关的资产违约保险。2008年股市暴跌时，美国国际集团无法履行其财务承诺，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救助。而该公司的所有模型都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到来。27
极不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处理群体系统时，最理想的情况是以成本效益的方式接触到积极事件，并确保不受消极事件的影响。虽然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市面上的那些与极端事件相关的金融工具，往往定价错误。28我们应该牢记投资界传奇人物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的告诫：“结果比可能性更重要。”这并不是说你应该关注结果而不是过程，这意味着你应该在过程中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果。29

人们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这类系统，它们会突然出现不可预见的变化，并且产生罕见但极端的结果。在处理这些系统时，我们都特别容易犯错误，因为人类在潜意识中希望将它们进行简化，并将过去的经验外推到未来。当你看到这些系统时，标记它们，并放慢你的决策过程。尤其是当你小心翼翼地躲避不利的黑天鹅时，关键是要坚持到迎来转机的一天。
[image: ]

如果你像我一样，想要找出每一个结果产生的原因，你应该花些时间把实力和运气分开。客观地看待实力和运气的相对贡献，你就能清楚地思考均值回归的问题。对我来说，从理解均值回归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机会就是保持冷静。如果因为一点好运，结果非常好，那就准备好迎接结果接近平均水平的时刻吧。如果因运气不好，结果令人失望，要认识到事情会变好。


老板大发雷霆。2005年，传奇的纽约洋基棒球队在前12场比赛中只赢了4场，球队老板乔治·斯坦布伦纳（George Steinbrenner）无法抑制自己的沮丧情绪。“我对我们队的表现不佳感到非常失望，”他愤怒地说，“一个收入最高的棒球队在赛季一开始就如此消沉，对我来说难以置信。他们有赢球的天赋，却没有赢。”即使赛季的比赛才进行了7%，球队的总教练乔·托尔（Joe Torre）也只能同意：“斯坦布伦纳什么也没说，我们自己当然也不知道。当他确实花了钱的时候，他期望得到的要比已经得到的更多。”1
洋基队确实成功了，在常规赛中取得了分区第一的成绩，但这并不是因为老板的斥责。但有多少是由于实力，又有多少是源于运气呢？这很难说。在商业和投资等很多领域，我们都很难区分实力和运气。结果，我们犯了一系列可预测的、寻常的错误，比如没有意识到团队或个人会不可避免地向均值回归。本章，我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你所在团队的连胜和颓败，以及员工、业务单位、股票经纪人和其他专业人士作为个体和团体的表现。
理解均值回归的关键
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家，喜欢数数。高尔顿对包括进化论、心理学和气象学在内的众多主题都感到好奇，并用经验主义的原则来检验自己的想法。他一生收集和分析了大量的数据。
通过探究和调查的过程，高尔顿发现了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现象，这是统计学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均值回归的思想是，对于许多类型的系统来说，一个非均值的结果出现后会紧接着出现一个期望值更接近均值的结果。虽然大多数人认识到了均值回归的概念，但他们常常会忽略或误解这一概念，从而导致在分析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2
高尔顿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始于“天才源自遗传”这一观点。他注意到，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天才之士，他们的能力都远高于平均水平。虽然他们的孩子的能力也高于平均水平，但更接近平均水平。然而，天才是很难衡量的。所以高尔顿转向了他可以衡量的东西：甜豌豆。他将甜豌豆种子按大小进行分类，结果显示，虽然其后代的大小倾向于与亲本种子相似，但前者的平均大小更接近整个种群的平均值。3
虽然在当时，正态分布或钟形分布是众所周知的，但当时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这种分布是平均值周围存在的大量小误差导致的结果。例如，许多科学家可能会估计一颗行星的位置。由于仪器不够精密、计算不够准确，每一次估计都有一些误差。如果这些误差在一个方向和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可能性一样大，它们就会相互抵消，而这些估计的平均值就会成为行星的真实位置。
但是误差理论不能解释高尔顿的发现。他意识到一定有一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遗传显然在决定豌豆的大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误差并不只是简单地分布在某种普遍的平均值周围。
因此，高尔顿开始着手对人类身高进行详细研究。他收集了400名父母及其900多名成年子女的身高。他将母亲和父亲的身高组合成他所说的“中等身高”（mid-parent stature），发现它们遵循正态分布。然后，他计算了这些孩子的身高，发现他们的身高回归到了均值。个子高的父母往往会生出个子高的孩子，但这些孩子的身高更接近所有孩子的平均身高。个子矮的父母通常会生出个子矮的孩子，但这些孩子比他们的父母高，见图8-1。这些数据使高尔顿得以演示和定义均值回归。4
[image: ]图8-1　人类身高的均值回归
资料来源：Francis Galton, “Regression towards Mediocrity in Hereditary Statur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5 (1886)：246-263.

高尔顿的重要见解是，即使身高从一代到下一代出现了向均值的回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身高的总体分布仍然保持稳定。这种组合给人们设置了一个陷阱，因为均值回归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更加平均，而稳定的分布意味着事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充分理解变化和稳定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是理解均值回归的关键。5
巨大的成功＝一些实力＋很多运气
人类在努力尝试中，其结果是实力和运气的组合。例如，在棒球比赛中，一个投手可以博得满堂彩，但是他所在的球队可能会因为偶然事件而输掉比赛。当然，实力和运气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进行的活动。玩老虎机不需要任何实力。但赢得国际象棋比赛就需要相当的实力和少量的运气。然而，即使一个玩家的实力没有改变，但他的运气却会变来变去。
例如，想象一下一个高尔夫球手在不同的日子里，在两轮比赛中的得分情况。如果这位高尔夫球手第一轮的成绩远远低于他的差点指数（handicap）(26)，你估计他第二轮的成绩会如何？答案是同样不会太好。第一轮的超常得分不仅是因为他实力高超，而且也是因为非常幸运。即使他在第二轮比赛中同样实力强劲，但你不能指望他能有同样的好运。6
任何结合了实力和运气的系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均值回归。当有人请丹尼尔·卡尼曼为21世纪提供一个公式时，他巧妙地抓住了这个观点。他实际上给出了两个公式：
成功＝一些实力＋运气
巨大的成功＝一些实力＋很多运气
自然，糟糕的结果是一些实力和很多坏运气的结合。2005年，纽约洋基棒球队的前12场比赛就是这样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力的光芒随着运气的平衡而闪耀，这能够说明为什么洋基队能取得第一名。斯坦布伦纳对球队的看法太过狭隘了。他看到洋基队在12场比赛中输了8场，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洋基队的球员是美国最有实力的球员，尽管他给球员们支付了相当多的薪水。洋基队运气好转后就开始赢了。
当你忽略了均值回归的概念，你就会犯3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认为自己很特别。我曾在与一家公司高级管理团队的会面中，讨论了我对公司业绩中均值回归的理解。高管们都会意地点点头。然后首席执行官插话道：“是的，我们很了解均值回归的概念，但这并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公司经营方式。”但愿如此吧。
忽略均值回归的一个例子来自投资领域。你更愿意雇用哪位投资经理：是近期跑赢大盘的人还是落后于指数的人？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很明显，运气在你能从任何投资中赚到多少钱的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而又难以捉摸的角色，尤其是在短期内。但是，尽管行业专家们都很聪明，知道运气的重要性，但他们始终无法将这种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决策当中。
美国埃默里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米特·戈亚尔（Amit Goyal）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金融学教授苏尼尔·沃哈尔（Sunil Wahal）分析了3 400个退休计划、捐赠基金和基金会（计划赞助商）如何雇用和解雇那些在10年期内管理投资基金的公司。研究人员发现，计划赞助商倾向于聘用近期业绩良好的经理。解雇经理的首要原因是业绩不佳。研究人员注意到，与均值回归一致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被解雇的经理都比被雇用的经理表现更好，见图8-2。7
[image: ]图8-2　炙手可热的时候雇用他们，业绩不佳的时候解雇他们
资料来源：Amit Goyal and Sunil Wahal, “The Selection and Termination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Firms by Plan Sponsors,” Journal of Finance 63, no. 4 (2008)：1805-1847.

个人投资者的行为也类似。个人获得的回报通常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0%～75%，正是因为他们将资金投入到热门市场，然后在下跌后将资金撤出。他们高买低卖。那些忽视均值回归的人，放弃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的可观投资回报。8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华尔街的分析师在建立公司未来财务业绩模型时，忽略了均值回归的影响。分析师在考虑公司销售增长率和盈利能力水平等关键因素时，经常会忽视均值回归的证据。9
持久的实力与短暂的运气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贺拉斯·西克里斯特（Horace Secrist）在其1933年出版的《平庸状态在商业活动中的胜利》（The Triumph of Mediocrity in Business）一书中写道：“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活动中，平庸往往占上风。”随笔一划，西克里斯特就成了与均值回归相关的第二种错误的长久代表，即对数据内容的曲解。10西克里斯特的书确实令人印象深刻。400多页的篇幅显示了一个又一个系列的均值回归，他显然肯定了平庸的趋势。我的研究为西克里斯特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例子。图8-3显示，10年中，1 000多家公司的样本（分成5分位数）中，投入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ROIC）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之间的差异如何向均值回归，该数字跟踪了每个5分位数ROIC的中值。虽然图8-3中的例子相对较新，但这幅图应该很适合西克里斯特一书的内容。11
[image: ]图8-3　企业投资资本回报率的均值回归（1997—2007）

西克里斯特的书大体上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的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除外。霍特林指出了问题所在：“这些图表仅仅证明了所讨论的比率有漂移的倾向。”12图8-4展示的内容对于理解霍特林的评价，可谓一目了然。图8-4的上图是1997年样本的ROIC分布，中间图是图8-3中的均值回归，下图是2007年的ROIC分布。注意，图8-4的上图和下图所示的分布看起来非常相似。(27)
[image: ]图8-4　均值回归并不代表平庸的胜利

与西克里斯特的建议相反，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有向均值迁移或向方差缩小的趋势。事实上，还有一种不同但同样有效的数据呈现方式，也可以显示出一种“从平庸走向日益多样化的趋势”。13对这些数据更准确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的运气会发生改变，并将它们放在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曾经非常走运或非常倒霉的公司自然可能会向均值回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系统看起来非常相似。
如果你对从现在到过去而不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均值回归进行分析，结果会怎样？高个子孩子的父母是更高还是较矮？
均值回归有一个违反直觉的含义，那就是不管你是向前运行数据还是向后运行数据，你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所以，高个子孩子的父母往往也很高，但没有前者高。今天有着高回报的公司，在过去也有高回报，但没有现在的回报高。图8-5通过倒转时间箭头来说明这一点。图中的5分位数是基于2007年的ROIC，因此与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图8-3中的5分位数有所不同，但与图8-3的相似性很明显。
[image: ]图8-5　均值回归也适用于从现在到过去（2007—1997）

以下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谓结果，一部分是持久的实力，一部分是短暂的运气。任何特定时期的极端结果，都反映了特别好的运气或特别糟的运气。在这段时期之前或之后，由于运气的贡献不那么大了，所以结果会变得不那么极端。
惩罚与奖赏，哪个更有效
丹尼尔·卡尼曼曾受邀帮助以色列空军的飞行教官提高他们的训练技能。在目睹了教官向学员们抛出污言秽语后，卡尼曼向教官们讲述了一项针对鸽子的研究，该研究证明了为何积极的反馈比严厉的批评更能激励学员。一位教官反驳道：“先生，恕我直言，您这番话毫无用处。”这位激动的教官接着解释说，飞行员在受到表扬后，在下一次飞行中往往表现得更差，而在受到斥责后往往表现得更好。
卡尼曼一开始很吃惊，但很快就意识到飞行教官们犯了我们所说的第三种错误。教官认为他的侮辱使飞行员飞得更好。实际上，他们的表现只是均值回归的结果。如果一个飞行员的飞行表现异乎寻常地好，他就更有可能获得教官的称赞。然后，当飞行员的下一次飞行回归到均值水平时，教官就会看到一个更正常的表现，并得出结论，表扬对飞行员的表现不利。教官们没有意识到，相比于均值回归，他们的反馈对下一次飞行的表现没那么重要。14
有些人认为洋基队在2005年获得排名第一的成绩得益于斯坦布伦纳的愤怒，这些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的教训是，反馈应该集中在人为能够控制的那部分结果上。我们称之为实力部分或过程。如果不能区分实力和运气，仅仅针对结果做出的反馈几乎是无用的。
落入光环效应的陷阱
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首次描述了光环效应（the halo effect），它与均值回归密切相关，并说明了许多针对企业经理的研究中存在的致命缺陷。光环效应是指人类倾向于根据总体印象做出具体推论。例如，桑代克发现，当军队中的上级根据智力、体格、领导能力等具体素质给下级军官打分时，这些素质之间的相关性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军官喜欢他的下属，在给全体下属打分时就会很慷慨。如果他不喜欢他的下属，就会打出很低的分数。实际上，下级军官给上司留下的总体印象掩盖了细节。15
菲尔·罗森维（Phil Rosenzweig）在《光环效应》（The Halo Effect）一书中指出，这种错误在商界普遍存在。他指出，我们倾向于观察财务上成功的公司，并将卓越的领导能力、富有远见的战略、严格的财务控制等特征与成功联系在一起，并建议其他人凭借这些特征来实现自己的成功。研究管理的研究人员往往是这一观点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运气在企业业绩中的作用。而且，如果研究人员陷入光环效应的陷阱，他们用来支撑自己所持观点的大量数据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6
例如，罗森维指出，媒体会称赞一家表现出色的公司有“合理的战略、有远见的领导人、有动力的员工、优秀的客户导向、充满活力的文化等”。17但如果该公司的业绩随后回归到均值，旁观者就会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出了问题，而实际上，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同样的人用同样的策略经营着同样的业务。均值回归塑造了公司的业绩，而公司业绩反过来又操纵着人们的感知。
罗森维举了瑞士工业公司ABB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时报》连续3年将ABB评为欧洲“最受尊敬的公司”，表明该公司“在经营业绩、企业战略和最大限度挖掘员工潜力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ABB首席执行官珀西·巴恩维克（Percy Barnevik）也获得了嘉奖。韩国管理协会授予他“全球最佳荣誉经理人”称号，这个奖项是颁给获得最多奖项的人的。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ABB的业绩开始下滑。媒体在报道中列举出的ABB成功的关键因素，如分散管理所带来的灵活性，又成为ABB衰败的原因，因为“分散的部门最终导致了冲突”。18但是，舆论风向的最大转变还是针对巴恩维克本人的，对他的评价从“有魅力、大胆、有远见”变成了“傲慢、专横、听不得批评”。《财富》杂志的记者理查德·汤姆林森（Richard Tomlinson）和葆拉·耶尔特（Paola Hjelt）回顾了ABB公司的兴衰，并得出结论说：“巴恩维克从来没有像他在20世纪90年代所获得的好评那样好，也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么糟。”19
虽然汤姆林森和耶尔特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媒体往往会延续光环效应。成功的个人和公司点缀在杂志封面上，用闪亮的故事诉说他们成功的秘密。光环效应反过来也会起作用，正如媒体指出表现不佳公司的缺点一样。媒体关注极端表现的倾向是可以预见的，因此它已成为一个可靠的反面指标。
美国里士满大学金融学教授汤姆·阿诺德（Tom Arnold）、约翰·厄尔（John Earl）和戴维·诺思（David North）回顾了《商业周刊》《福布斯》《财富》在过去20年间刊登的封面故事。他们把有关公司的文章从最看涨到最看跌进行了分类。他们的分析显示，在封面故事出版的2年前，看涨文章中提到的公司的股票产生了高于42%的超高回报率，而在看跌文章中出现的公司的业绩落后近35%，这与你的预期一致。但在文章发表后的2年里，受到杂志批评的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几乎是受到称赞的公司的3倍，也就是回归了均值。体育迷们也有一种说法来形容这一现象，叫《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封面的诅咒，指的是球队或运动员登上杂志封面后，成绩往往会变差。20
罗森维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表明，大多数畅销商业图书中的思想都成了光环效应的牺牲品。他表示，这些书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向经理们讲述了一个他们想听的故事：任何公司都可以通过采取这些步骤获得成功。事实上，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确保成功。
例如，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他广受欢迎的《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一书中列出了11家伟大的公司，并指出它们都是所谓的刺猬。它们专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努力去做任何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事情。它们充满激情。因此，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如果你的公司能养成刺猬的习惯，它也能成功。然而，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伟大的公司是否都是刺猬，而是所有的刺猬是否都是伟大的。”如果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一定是否定的，那么过多地关注商业幸存者会在分析中产生偏差，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现在你已经开始警惕均值回归和光环效应的组合了，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执行委员会（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对公司成长做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研究。我发现这项分析很有用，并立即把它整合到我的工作中。大约10年后，该公司发布了这项分析的更新版本。一开始，我很兴奋能得到基于“详尽研究”的最新发现。
但当我意识到新的研究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时，我很快就泄气了。与之前的工作不同，这次更新的分析定义了公司销售增长的上升和下降模式，挖掘了数十年的数据来寻找符合这种模式的公司业绩，然后将具体的战略、组织和外部因素等属性附加到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很吸引人，包装得也很好，却是在有缺陷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的。
如何避免与均值回归相关的错误，做出正确的决策
1．评估实力和运气的比重。即使你有分析工具，辨别实力和运气的贡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1为了使思路更具体，来看一看表8-1中列出的游戏。最左边一列是完全信息博弈游戏（complete-informotion games），每个玩家都知道对手的位置、回报和可用的策略。在这些游戏中，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力。最右边一列是纯粹靠运气取胜的游戏，实力在其中没有任何作用。中间一列的游戏结果同时取决于实力和运气。
表8-1　什么决定了结果，实力还是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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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某个活动的结果是否与实力有关：问问自己是否能故意输。22想想赌场游戏，比如轮盘赌或老虎机。赢或输纯粹是运气的问题。你做什么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可以故意输，那么实力就很重要了。这个简单的测试揭示了运气在投资中的作用。虽然大多数人意识到很难建立一种能击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投资组合，但他们并不知道建立一个比基准情况差得多的投资组合有多难。
因此，当你对受运气影响的活动结果下结论，尤其是对短期结果下结论时，应该非常小心。我们不太擅长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应该给予实力和运气多少权重。当好事发生时，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实力的功劳。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们认为它是偶然的。所以，忘掉结果，专注过程。
我们也要认识到，对于那些受偶然因素影响强烈的系统，并不缺少评论。斯坦布伦纳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运气在棒球比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短期内。然而，棒球解说员们在分析比赛过程时，却很少意识到运气解释了大部分的情况。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商业领域和市场。
2．仔细考虑样本的大小。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证实，人们会通过小样本推断出毫无根据的结论。23但是，清楚地考虑样本大小是必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运气对你观察到的结果的贡献越大，你需要用于区分实力和运气的样本就越大。棒球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有162场比赛的赛季中，最好的球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在短期内，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点球成金》（Moneyball）一书中，经常就问题提出新观点的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指出：“在一个包含5场比赛的系列比赛中，最差的棒球队大约有15%的机会打败最好的球队。”24在国际象棋或网球比赛中你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在这些比赛中，无论比赛时间长短，最好的选手几乎总是能打败最差的选手。
其次，当大量的人参与一个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完全靠运气而获得成功。因此，在有很多参与者的领域，你也必须仔细审查长期的成功记录。投资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比赛和体育运动中，球迷们经常误解热手和连胜连败。热手（hot hand）指的是“成功孕育成功”的信念。我们倾向于相信，如果一个篮球运动员投进了一次，他更有可能投进下一次。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商学教授迈克尔·巴-伊莱（Michael Bar-Eli）研究了影响人类表现的心理决定因素，尤其是与体育相关的心理决定因素。巴-伊莱和他的同事对“热手”的研究做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热手存在的经验证据相当有限”。25
这并不是说球员没有连续投进或连续投不进的可能。当然，他们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这一连串的成功和失败与球员的实力水平是一致的。例如，一个投篮命中率为60%的篮球运动员大约有7.8%（0.65）的可能性会连续投进5个球。一个投篮命中率为40%的球员只有1%（0.45）的机会连续命中5次。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正如你所期望的那样，最好的球员比最差的球员有更多的可能会连胜。
最后，在一个特定的活动中取得连续的成功，需要大量的实力和运气。事实上，连胜最能说明某个人在某一领域具备实力，因为光靠运气是无法做到的。我对篮球和棒球中各种运动连胜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能做到连胜的人在各自领域中的实力是最强的。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克尔·邓雷耳（Jerker Denrell）展示了样本大小和学习之间的联系。他在他的论文《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喜欢我：经验取样和印象形成》（Why Most People Disapprove of Me：Experience Sampling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中指出，你对一个人或组织的第一印象决定了你未来与之互动的程度。因此，如果你经营的企业是与客户打交道的，那么确保给客户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就尤为重要。26
想象一下，你到一家以前没去过的餐厅用餐，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情况，餐厅样样都好。你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而且价格合理，服务周到。你会再次光顾吗？第二种情况，餐厅不怎么好。你吃了一顿很普通的晚餐，服务员态度冷淡，而且收费远远高出你的预期。你会再次光顾吗？
大多数人在第一种情况下会再次光顾，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不会。假设均值回归，你第二次去餐厅可能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饭菜不会那么好，或者服务水平会有所下降。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家餐厅不那么讨人喜欢，你也会对它有更准确的评价。而且，如果你因为一次糟糕的体验而不再光顾这家餐厅，你笃定自己不会收集到任何额外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像均值回归表明的那样会更令人满意。所以，相比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人们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往往有更清晰的认识，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样本。
3．注意系统内部或系统本身的变化。不是所有的系统都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所以弄清楚系统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是很重要的。个体实力水平的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运动员的年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许多职业运动中，运动实力在接近30岁的几年中会持续提高，然后开始稳步下降。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力超出平均水平的运动员，会因为实力的下降而回归到平均水平。实力的丧失自然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包括商业和医学领域。
此外，系统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斯蒂芬·杰·古尔德分析了为什么自从1941年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之后，在一个完整的棒球比赛赛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能保持0.400的打击率的球手。在考虑了一些可能但没有说服力的解释后，古尔德指出，虽然大联盟的平均打击率多年来一直相当稳定，但标准差已经从1941年的约32%缩小到今天的约27%。钟形分布的钟的宽度比以前要窄。分布的右侧更接近平均水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再出现0.400的打击手。古尔德将标准差的降低归结为大联盟中球手的整体实力更强、更接近。27
4．留心光环效应。包括商学院教授和顾问在内的整个“家庭手工业”正在努力地为商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简洁方案。这是如何提高销售额的方法；这是如何创新的方法；这是管理员工的方法。但是，你只要看到某种方法提供了能取得成功的秘密、公式、规则或特征，就可以肯定有人在向你兜售“灵丹妙药”。不过，发现光环效应需要意志坚定，因为供应商们在贩卖诱人的故事，以及看上去价值巨大并且非常严谨的建议，但这些都是虚假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想要找出每一个结果产生的原因，你应该花些时间把实力和运气分开。客观地看待实力和运气的相对贡献，你就能清楚地思考均值回归的问题。对我来说，从理解均值回归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机会就是保持冷静。如果因为一点好运，结果非常好，那就准备好迎接结果接近平均水平的时刻吧。如果因运气不好，结果令人失望，要认识到事情会出现转机。
结论
反直觉思考：做出正确决策的7个行动建议
我曾经和一些同事一起参加了一个系列讲座。这些话题虽然引人入胜，但带有明显的学术和抽象色彩。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之后，我的一位同事叹息道：“讲座很好，但是我明天应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呢？”我不确定第二天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不过，如果非要说本书的启示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们直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列举这些做法之前，先来看看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必在每次做决策前都再三考虑。由于大多数决策都是直截了当的，有明确的后果，所以不涉及本书中介绍的那些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决策，风险通常都很低。即使风险不低，最好的方法往往也显而易见。
当风险足够大，本能的决策过程导致你做出次优选择时，本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因此，你必须了解潜在的错误（准备），在情境中识别它们（识别），并在时机成熟时做出更敏锐的最终决策（应用）。这里有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7个建议。
提高识别错误的意识
在引言中，我说这些错误必须是常见的、可识别的和可预防的。如果我的信息传达成功了，你会发现这些错误无处不在。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日常信息流中识别这些错误。我敢打赌你不会缺少材料。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作品的启发，其中包括《数学家读报》（A Mathematician Reads the Newspaper）。1保罗斯有趣地解释了如何以数学家的视角观察日常事件和评论，能够给出一个有用的观点。这是一个适应这些想法的绝好方法。如果你对他人的欠佳想法和二流决策一清二楚，你就能在面对潜在错误时更好地指出它。
对我来说，书中的错误引发了两种反应。一方面，我对周围的草率思考摇摇头，无论是错误的因果关系、光环效应，还是未能考虑到基本比率。例如，在为这本书做调查时，我发现一篇论文指出了流行歌曲的节拍变化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回报率的标准差之间的相关性。2媒体报道自然是暗示，节拍变化可能会导致市场波动。可能吗？我想是这样的。很可能吗？我不会拿我的钱在这件事上打赌。
另一方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很多问题要想弄清楚有多困难。事实是，我们很容易犯错误，当信息不完整、不确定性很大的时候，这就会导致不好的结果。更大的问题是事后会发生什么。一旦结果被披露，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就会出现，许多评论人士表示，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此外，当事态恶化时，每个人都希望有人承担责任。当事情变好时，每个人都想抢功。这本书至少能鼓励你在事件和决策刚开始时谨慎行事。
培养同理心，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决策
考虑他人的观点或经验是促成更优决策的有效方法。这种心态在很多层面上都至关重要。首先是接受外界的看法。虽然我们面临的很多决策对我们来说都是罕见的，比如结婚、做一桩大的并购，或者搬到另一个社区，但这些事情很多人以前都经历过。这些累积的经验创建了一个参考类别，可以指导你的选择。
考虑情境的力量也很重要。它的理念是，在评估他人的选择时，要小心避免过多解读他人的个性，而是要仔细考虑他们所处的情境。我们看到，情境对决策的影响可能呈两个极端。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犯了基本归因错误，错误地将决策方式置于情境之前。
记住，你的行为会引发反应，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你可能预料不到这些反应。博弈论者一直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们是一对一的时候。但要弄清楚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将如何应对也非常具有挑战，试图管理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家或试图指导经济的财政部长就是例证。很少有重大的决策是在真空条件下做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考虑每种选择的潜在影响。3
考虑他人决策的动机也很重要，特别是当这些决策影响到你的时候。激励很重要。学习谈判课程，因为熟练的谈判者善于找出对对方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并达成互利的解决方案。即使你没有直接与另一方打交道，理解激励机制也能为了解人们如何做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领导者还必须培养同理心。如果你是决策者，而其他人承受着你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那么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感受是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同理心不仅能帮助你做出决策，还有利于决策后的沟通和管理。
认识到实力和运气的作用
我们在商业、投资和体育等领域看到的结果是实力和运气的结合，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很好地考虑两者的相对贡献。但是区分实力和运气对于做决策和评估结果是至关重要的。
当运气在结果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时，你应该预料到，均值回归决定了在极端结果之后出现更多的平均结果。运气扮演的角色越重要，你就需要越多的数据来正确区分实力和运气的成分。例如，短期投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随机性，并不能说明投资者的敏锐。
如果你对别人的表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就要确保你的评论集中在实力部分。从定义上看，这是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个人能够控制的唯一部分。在做出批评时，人们很容易把实力和运气混为一谈。
写决策日志
改善决策最好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及时、准确、清晰的反馈。这种类型的反馈是刻意练习的核心，是培养专业技能的必要成分。问题是反馈的品质在不同的领域差别很大。在某些领域，如天气预报和赌博，反馈是快速和精确的。在其他领域，包括长期投资和商业战略，反馈往往是滞后的，而且常常含糊不清。举例来说，研究表明，天气预报员的预测往往比金融分析师更准确，这既反映了系统，也反映了反馈。4
反馈能产生价值的前提是你真的想要听到它。但是菲利普·泰洛克对专家的深入研究却揭示了专家们会做出“信念系统防御”（belief system defenses）。5即使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专家们也会想出各种方法来捍卫他们的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他们的自我形象。这条建议的启示是，如果你不使用它，即使是好的反馈也没有用。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善你的决策，并且愿意接受反馈，有一个简单、廉价却有巨大价值的方法，即写决策日志。无论何时你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花点时间写下你的决策，你是如何做出这个决策的，以及你希望发生什么。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也可以记录你的身体和心理感受。
一本详细记录的决策日志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决策日志可以让你审查自己的决策。很多时候，做了决策并观察了结果之后，我们的想法会改变我们如何做决策的故事，对于好的结果尤其如此。把决策过程亲自写下来，就不太可能事后再找新的解释。当用糟糕的过程做出的决策产生好的结果时，这个审查过程尤其有用。
第二个好处是，你有可能会找出模式。当回顾决策日志时，你可能会开始注意到你的感受和决策如何实现之间的关系。例如，你可能会注意到，心情好时，你更有可能对自己的评估过于自信。
在国际象棋和武术方面已取得世界级成就的乔希·维茨金（Josh Waitzkin）描述了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蒂格兰·彼得罗辛（Tigran Petrosian）的做法。当比赛持续数天或数周时，彼得罗辛早上醒来，会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仔细评估自己当时的情绪。然后，他根据这种情绪制定当天的比赛计划，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决策日志可以为类似的自省提供结构化的工具。6
创建决策清单
当面临一个艰难的决策时，你希望能够清楚地考虑到你可能无意中忽略的东西。这就是决策清单的好处所在。
例如，2009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了一项研究的结果，该研究跟踪了采用检查清单前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这项研究使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8个城市的7 600多例手术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当医生使用检查清单时，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下降了1/3。7当然，飞行员也发现了清单在确保飞行安全方面的价值。但问题是，你是否可以为所有的活动制定一个清单。
人们未充分使用清单。但是，清单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域的稳定性。在稳定的环境中，因果关系非常清楚，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清单就很好用。但在瞬即变化的环境中，创建一个清单就困难得多了。在这些环境中，清单可以在某些方面帮助决策。例如，一位投资者评估一只股票时，可能会使用清单，以确保他正确地建立了自己的财务模型。
一个好的清单可以平衡两个相反的目标。它应该足够普遍，考虑到了不同的条件，但又要足够具体，以指导行动。找到这种平衡意味着清单不应该太长。理想情况下，一两页纸能够写下。
如果你还没有创建一个清单，尝试一下，看看哪些问题会浮出水面。把注意力集中在步骤或程序上，问问自己以前的决策在哪里偏离了轨道。并且要认识到，错误往往是由于忽略了某个步骤，而不是由于执行其他步骤不当造成的。
进行事前检验
很多人都熟悉事后分析，即在知道结果后对决策进行分析。例如，教学医院召开发病率和死亡率会议，以审查患者护理中的错误，并修改决策过程。但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事前检验（premortem）的方法，即在做出决策之前进行的一个过程。假设你在未来，而你所做的决策已经失败了，然后你需要为失败提供合理的理由。实际上，就是在做决策之前，想办法找出为什么你的决策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克莱因的研究表明，由于还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对一个决策进行投资，事前检验比其他技术更能帮助人们识别更多的潜在问题，并鼓励更开放的交流。
你可以在决策日志中追踪你的个人或团体的事前检验。观察失败的可能原因也可能揭示出问题的早期迹象。8
了解未知的事情，考虑最坏的结果
在大多数日常决策中，因果关系是很清楚的。如果你做了X，Y就会发生。但决策涉及具有许多相互作用部分的系统时，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例如，气候变化会带来什么？恐怖分子接下来会袭击哪里？新技术什么时候会出现？记住沃伦·巴菲特说过：“几乎所有的意外都令人不快。”9因此，考虑最坏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在繁荣时期通常被忽略。
也要抵制把复杂系统想得过于简单的诱惑。金融领域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创建既对从业者有用，又能捕捉市场大幅波动的模型。我们可以将大多数大型金融灾难追溯到一个模型上，该模型未能捕捉到股票市场等复杂系统固有的丰富结果。
关于决策，有一个有趣的矛盾。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去实践。我们为什么不训练年轻的学生做决策呢？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专业人士，如高管、医生、律师和政府官员精通这些伟大的想法？
在日常事务中有一些常见的、可识别的错误，你可以理解、看到并有效地管理它们。在这些情况下，正确的决策方法常常与你的大脑的本能反应相冲突。但是现在，你知道什么时候该采用反直觉的方式思考了，更好的决策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识别情境，运用正确的技巧，然后多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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